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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韓金融改革的政治分析比較：1998-2008 

 

 

摘要 

 本文的研究問題為「同樣在國家介入引導的經濟發展過程下，是什麼原因使

台灣與韓國在 1998-2008 之間金融改革的政策制定過程出現差異？」。藉由 Oliver 

Williamson 的四層次研究法，本文將台灣與韓國的金融改革分為社會鑲嵌、制度

環境、治理機制、資源分配四層次，並藉此了解制度環境設計對行為者的能力給

與或限制，也通過檢視政策制定過程中行為者的互動來了解金融改革的推動與資

源分配。本文分開檢視四個層次的內容，再綜觀探討層次間的相互影響。政策的

制定雖然是行為者之間的角力，但是同時也必須看環境賦予行為者的能力與限

制，這是在分析任何政策的制定與執行時都必須注意到的。在台灣與韓國，因為

制度的設計，使得總統可以主導政策的立法與執行。但是因為非正式制度的環境

因素影響，使陳水扁與金大中兩位總統在政策的推動上有很大的差異。同時，因

為台灣與韓國的政黨體系、財團結構不一樣，加上金融改革推行時的環境也不

同，因此最後兩國改革的成果呈現很大的差異。此外，針對金融改革是否解決了

原本的問題，本文也藉由國家主權債信評等以及金融機構的逾放比等指標來做出

評比。藉由分析比較文獻，本文討論出主要是由於兩國的制度環境給與兩國的行

為者不同的能力與限制，致使行為者在政策制定的治理機制層次擁有不同的考

量，進而影響了政策執行的結果。 

 

關鍵字：台灣、韓國、金融改革、制度環境、治理機制 

 
 
 
 



A Politic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Financial Reform in 

Taiwan and Korea: 1998 - 2008 

 
Abstract 

 This thesis ponders ov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 under the same process of state 

led economic development, what caused the difference in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for financial reforms between Taiwan and Korea in the decade 1998 – 2008? Applying 

Oliver Williamson’s “four-levels of social analysis,” this thesis divides the financial 

reforms in Taiwan and Korea into embeddednes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employment. Through level analysis, we will 

come to understand how design of the institution setting gives or restricts the 

capability of political actors. Even though policy making is a competition of force 

among actors, contextual restrictions and endowments on actor capability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at the same time, as it is a notable factor in policy formation and 

execution. Due to institution design, the president dominates policy making and 

execution in both Taiwan and Korea. However, due to influence from informal 

institutional setting, Chen Shui-Bien and Kim Dae-Jung demonstrated great 

differences on the movement of policy. Moreover, because of differences in party 

system, conglomerates and the setting for financial reform, the outcome of reform 

shows a wide difference in the two countries. Regarding the issue of whether financial 

reform resolved the basic problem, this thesis grounds its evaluation based on indices 

such as sovereign rating and percentage of non-performing loans of financial units. 

Through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existent literature, this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at 

the difference in institution setting provides actors in the two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capabilities and restrictions, which generates different considerations in actors on the 

governing level and influence the outcome of policy execution. 

 

Keywords: Taiwan, Korea, financial reform,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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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範圍 

 

一、研究動機 

本文的研究核心問題是「同樣在國家介入引導的經濟發展過程下，是什麼原

因使台灣與南韓（以下稱韓國）在 1998-2008 之間金融改革的政策制定過程出現

差異？」。本研究認為是制度體系因素使得兩國金融改革的決策過程出現差異，

進而導致兩者改革結果的不同。尤其是制度環境與治理機制兩個層次的互動，對

於政策產出的影響最為深刻。 

本文之所以會選擇台灣與韓國做為比較，是因為兩國有為數不少的相似之

處。首先，兩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前都由日本殖民統治。在二次世界大戰後，兩國

皆經歷了內戰（國共內戰與韓戰），且因內戰分裂至今。自 1960 年代開始，台韓

兩國藉由進口替代政策開始步入工業化時期，大量的美援在這個時期對於兩個國

家的發展都扮演了極重要的角色。兩國在之後也接著使用出口導向政策繼續推動

工業化並快速帶動經濟發展（Chan，1993: 13-16）。 

此外，台韓的憲政體制也頗有類似之處。兩國皆採取總統享有極大權力的雙

首長制；兩國的國會的選舉制度早期皆採取複數選區制，近期內才轉向單一選區

兩票並立制。而就本文所要討論的金融政策制定過程而言，兩國在歷史背景上也

有著類似的脈絡。兩國在威權時期，同樣藉由官治金融管制國內金融體系，由國

家做為政策制定過程的主要行為者。在這個時期，兩國的政府在政策制定的過程

中還是具有決定性的角色。接著兩國在相近的時期經歷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

化，並在相近的時期進行了金融改革。 

台灣過去曾進行幾次小型的金融改革，然而真正大刀闊斧對整個金融體系做

出改造，是在 2000 年政黨輪替之後，開始進行的一次金改與二次金改。一次金



 
 

2 
 

改主要針對基層金融體系如信用合作社、農會、漁會等做改革，引發農漁民走上

街頭，進行大規模的抗爭。二次金改的焦點則放在金融機構整併。此舉除了引發

因整併造成的裁員潮、造成員工恐慌之外，政府與財團掛勾，藉由金融改革圖利

特定財團的風波也一直是新聞的焦點。直到現在，有關陳水扁執政時期金改官商

勾結、第一家族收受不正當政治獻金的案件仍在審理中。此外，新成立的金融監

理機制的透明度與監管能力皆受到質疑。 

韓國針對經濟自由化也一直有一些小幅度的金融改革，焦點仍放在鬆綁金融

管制的部分。直到在 1997 經歷亞洲金融風暴、經濟徹底崩盤後，受到 IMF 監管，

並被迫接受整套的金融體系改造計畫以作為獲得貸款的條件。韓國政治中向來最

被人詬病的，就是政商關係。韓國的大財閥與總統、國會之間的良好關係，不僅

是他們地位的保證；身為現況下的既得利益者，大財閥們也成為執政者在推動金

融改革時的強大阻力。然而在亞洲金融風暴後的改革中，韓國的金融改革不但推

行順利，國際貸款也迅速在金融風暴後數年內還清，經濟成長甚至勝過金融改革

之前的表現。韓國如何克服過往政治與經濟上的障礙，徹底改造金融體質，成為

許多學者的研究主題。 

本文所想要討論的重點即在於：既然兩國具有相似的背景條件，也在相近的

時期經歷了金融風暴與進行金融改革，為什麼改革成果卻大不相同？而欲了解成

果為何會不同，則必須將焦點放在討論雙方在決策過程中的差異。本文企圖藉由

制度論的角度，對兩國金融改革的決策過程進行分析，了解雙方在決策過程的差

異從何而來，進而導致金融改革成果的不同。 

 

二、研究範圍 

本文主要是由政治的角度對金融改革的決策做出分析。過往的文獻在討論東

亞國家的發展以及近期的改革時，多是由經濟的角度分析政府的動機以及政策的

形成，較少由政治的角度分析。近期由政治角度分析東亞國家的經濟與金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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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獻雖然不少，然而卻也較集中於討論政府的能力的變化，而忽略討論整體的

制度環境的變遷以及政策制度過程中其他行為者對於政策制定過程的影響。本研

究將以歷史制度論的觀點來分析在金融改革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制度架構與政治

運作是如何影響政策形成，並將焦點集中於制度環境與治理機制兩個層次的互

動。以下先為本研究所討論的「金融改革」的範圍做出劃分，再就制度環境與治

理機制的部分做出定義。 

首先，「金融改革」的範圍應作出明確的定義。台灣與韓國的金融改革大體

上可以分成兩個部份來看：金融服務業機構改革與金融監理體系的建置。金融服

務業機構主要以銀行業為主，依照「貨幣機構」與「非貨幣機構」的界線分為兩

大類。前者在台灣包含了中央銀行、商業銀行、專業銀行、信用合作社、農會信

用部、漁會信用部與中央信託局，在韓國則包含中央銀行、專業銀行1、市中銀

行（同台灣的商業銀行）、地方銀行等；後者則包括信託投資公司、郵政儲金匯

票局（台灣有、韓國無）、票券金融公司、信用卡公司以及其他銀行服務業。由

於金融體系範圍甚廣，本研究選擇將焦點集中於一般研究較廣為討論的「貨幣機

構」改革，也就是銀行交易（banking）的範圍內，而不納入人壽保險或是信託

投資的部分。另外，因為貨幣機構具備信用創造的特質，影響台灣的企業還有政

治甚大；換句話說，誰掌握了錢的來源，誰就掌握了權力與利益。由於貨幣機構

的特色，使得它成為政治與經濟討論上的重要部分，也是本文選擇將討論集中於

此的原因。 

 其次，本研究討論的部分是影響政策制定過程的四個層次之間的互動。制度

環境除了與金融體系相關的法規條例相關的正式制度環境之外，政商關係、因歷

史背景形成政策制定環境等非正式制度因素也同樣是本研究分析的重點。治理機

制主要由政策制定過程之中的行為者所構成，而總統、國會、財團等都是金融政

                                                       
1 專業銀行依性質分為工業銀行（台灣有中華開發銀行、台灣工業銀行等，韓國有產業銀行等）、

農業銀行（台灣有中國農民銀行、合作金庫、土地銀行等，韓國有農業銀行）、不動產信用銀行

（台灣有土地銀行，韓國的住宅銀行於 1997 年轉為商業銀行）、輸出入銀行（台灣有中國輸出入

銀行，韓國的外換銀行於 1989 轉為一般銀行）、中小企業銀行（台灣有，韓國無）以及國民銀行

（台灣無，韓國的國民銀行於 1995 年轉為一般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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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制定中的重要行為者。而社會鑲嵌形成了行為者互動的背景，資源分配的結果

則同時是政策執行的結果與進行資源再分配的動機。本研究除了討論各行為者作

為的背景形成、正式制度與非正式制度中角色的優勢與劣勢之外，並關注行為者

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角力與合作，以呈現政策制定過程的全貌，藉以了解「誰」、

「在什麼時期」「做了什麼」，以及最後的結果。 

 

第二節 文獻檢閱 

 

 本節分兩個部分討論。首先就金融自由化與金融管制理論做出簡單的整理與

回顧。由於本研究的討論範文就在於由兩國由 1990 年代的金融自由化走向金融

改革之後的再管制政策，故針對這兩個政策方向的討論有其必要性。金融自由化

的過程與管制方式並沒有固定的一套模式以及方法，學者的研究方向則是討論各

個國家金融自由化與改革的共同點與相異點，並就內容做出分析比較。本節的第

二部分的焦點為台灣與韓國金融改革。本文先整理出在過往文獻的分析中台灣與

韓國金融改革過程與結果的特點，再針對以往文獻不足的地方做出討論，並提出

本研究的與過往研究在分析架構上的不同之處。 

金融自由化與金融管制理論首先討論的是金融自由化的部分。金融自由化通

常是經濟自由化的一部份。而做出自由化改革的契機可以由政治和經濟兩方的觀

點來討論。但不論是政治或經濟的觀點都認為「政府」與「決策」在改革中扮演

重要的角色。 

 由政治學的觀點來看，自由化對國家而言可以從三種的不同角度解釋。從多

元主義的角度來看，自由化是一種對衝突的妥協，且具有廣大影響力的利益分

配。而參與這場改變現狀的行動的包括國家、社會利益團體、企業等。多元主義

也認為自由化隱含了一些正面的價值如容忍衝突的價值等（Dahl，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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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由政治文化的觀點來看2，自由化是由特定的權力與權威標準中脫胎出

來：在自由化後，由於權威是受到限制而且只是工具，所以個人與團體能較輕易

追求想要的利益或是自由。這同時也隱含著人民願意容忍不同價值的利益追求，

以及具備較高的政治參與意願（Almond and Verba，1963）。 

 國家主義者則是把焦點放在國家自身的偏好、能力、結構以及所處的國際環

境。首先，一個已經政治民主化的國家不會追求權力集中。在經濟政策上，民主

國家選擇把政策留給勞工、企業、利益團體、個人的追求去決定。此外，國際行

為者如跨國公司等也不希望國家干涉太多（Rueschemeyer and Evans，1985；

Krasner，1984）。國家主義者強調的是一個由有效的政府、活躍且組織化的政黨、

獲得充分資訊的民眾、獨立的監理糾核機關所構成的國家，在這樣的情況下，國

家的自由化才有充分的動機與執行能力。 

 而從經濟學的角度來看，國家會進行經濟自由化改革的動機有三點。首先，

改革通常是肇因於一些事件或是衝擊，這些事件改變了現況下經濟政策決策權的

平衡，進而導致改革（Krueger，1993）。 

其次，當某個政權「學習」（learning）到採取新的經濟政策有利於降低成本

並增加收益，便會決定採取自由化。學習可以降低政策執行的不確定性，並有助

於執政者認知道怎樣才會成為贏家（Fernandez and Rodrik，1991）。所謂學習意

味著將發現與結果重新做出結合3。一國內部的學習也可能是來自於外部的原

因；如當國家必須追求國際資本時，便必須受到全球性或區域性的規範（Simmons 

and Elkins，2004）。 

最後，自由化的改革可能是來自於一國政府的意識形態（Alesina and 

Roubini，1992；Cukierman and Tommasi，1998）。同時，一些政府上的結構特徵

如傾向貿易開放、法律體系、政府型態等都可能會帶動自由化的改革（Abdul and 

                                                       
2 「自由化」與「民主化」時常在文獻中被同時提起。持政治文化觀點的學者則認為在進入自由

化的步驟時，必須有一套或多或少執行民主憲政的程序，才能順利推動自由化（Pye，1985）。 
3 Krueger（1997）在討論貿易政策的改革中，提出所謂「學習」就是當經濟研究在找出改革帶

來的效益時所做出的漸步調整（lagged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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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y，2005: 67-68）。 

 由以上的討論可看出，國家是推動金融改革的主要力量，其動機在於追求國

家自身的利益。人民選擇支持自由化改革，動機也在於經濟自由化後，個人或團

體可以更不受限制地追求自身的利益。然而金融自由化的改革有其風險。 

 任何政府的核心利益必在於保衛執政權與維持國家主體性。然而隨著自由化

改革的推動，這兩個利益也開始動搖。經濟自由化意味著政府必須要放棄控制資

金流動的權力。控制跨國資金流動使得政府有相當大的空間可以掌握稅收、國家

自主權，也可以盡量避免貨幣危機或是金融危機，並維持住他們憲政主體性。然

而政府是否願意為了自由化的所帶來的利益而犧牲國家的自主權，是國家在政策

選擇上的一大難題。 

 此外，金融自由化有其社會後果。學者認為自由化雖然看似開放了各種競爭

並使利益重新分配，卻在無形中圖利了特定的社會團體。在民主政府的體系中，

比起全民的利益，政府更積極去推動符合自己選民利益的政策。因為即使是推動

經濟自由化，政策呈現的結果仍會使利益較偏向特定的一方，不是所有團體公平

競爭的結果。經濟自由化後的利益分配，其實只是某部分擁護自由化改革的社會

團體早就預想到的結果，而不是公平競爭所帶來的利益分享。4 

 Frieden（1991）提出，受經濟自由化影響的主要有幾個團體：資本家、特定

產業的企業家與勞工、貿易產品的廠商、非貿易產品的廠商、國際投資者等。資

本流通帶來的財富重分配帶來政治上結盟關係的變化。在已開發國家，資本流動

率的提高有利於資本家還有跨國企業，然而對於特定產業的廠商而言，卻可能是

                                                       
4 相關理論探討可見 Goodman, John B., and Louis W Pauly. 1993. "The Obsolescence of Capital 

Controls? Economic Management in an Age of Global Markets." World Politics 46(1): 50-82; 

Mathieson, Donald J., and Liliana Rojas-Suarez. 1994. "Capital Controls and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in Industrial Countries." in Capital Mobility: The Impact on Consumption, Invest-ment 

and Growth, eds. Leonardo Leiderman and Assaf Raz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與

Sobel, Andrew C. 1994. Domestic Choices, International Markets: Dismantling National Barriers and 

Liberalizing Securities Market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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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故支持經濟自由化政策的，往往是金融經理人、資本家、有企圖多國投資

的跨國企業（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s）。 

 學者如 Quinn and Inclan（1997）與 Slaughter and Scheve（2000）也都提出不

同技術層次的勞工對於經濟自由化政策的支持度有差異。技術層次低、薪資低且

較不穩定的勞工較不支持自由化政策；反之，高技術勞工則認為國際資本進入國

內市場後的人才競爭可以為他們提高薪資，故普遍較為支持自由化政策。 

 而經濟自由化的政策在東亞的新興工業國（New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NICs）執行的成果又與在已發展國家的經驗不同。主要是因為東亞國家的政治

系統中，恩庇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是相當普遍的。基於方言、血緣、

出生地、軍隊、官僚體系等的小集團將國家的政治版圖切割，並各自佔據著政府

職位。韓國與台灣是都有明顯的恩庇關係，因而影響了金融自由化。 

 又由於政治人物都必須鞏固票源，故當支持者的意識形態偏向哪個方向（更

開放或更閉鎖）時，政府就可能採取該方向的政策。左派的政府偏向採用凱因斯

式的政策，也就是政府要創造及控制制度環境。控制資金流通對於左派政府來說

是較安全的，因為那控制了通貨膨脹、擁有穩定的稅基，並且可以有效的執行他

們所想要的經濟政策。相反地，右派政府較偏向採取自由化政策以吸引跨國企

業、資本家、以及金融體系相關人士。右派政府會藉經濟自由化，讓不同的團體

分散風險，並且獲得較低的交易成本與較好的收益。 

 而就 Quinn and Inclan（1997）的實證研究來看，強勢或多數政府較容易藉

由管制資本流動的方式以維持既有利益；反之，弱勢或少數政府較易順應遊說、

開放自由化改革。強勢或多數的政府傾向控制貨幣流通，控制資本流動。然而這

樣的政府同時也需要選票，因此他們會運用優勢的政策制定能力，採取刺激或補

貼性的經濟政策是，繼續維持自己的執政地位。由以上的論述可以得知，經濟自

由化政策的採行與否，主要關鍵仍在於執政當局的意識形態與偏好的設定。5 

                                                       
5 作者針對 OECD 的 21 個會員國作跨時性的研究，時間設定在 1950-1988。研究結果發現這些

國家極少有是因為政治結構而改變；此外，國際壓力也佔了較低的因素。簡而言之，政府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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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社會的研究途徑來看，經濟自由化政策的受益者通常是資本家及大企業。

在東亞國家，資本家與大企業等通常都與政府有扈從關係。因此東亞的自由化政

策的推動在某種程度上而言，是現況下的利益既得者在向政府表現他們需求，並

企圖進一步獲得更多利益。而從國家的研究途徑來看，國家是就自己的偏好決定

是否採行經濟自由化。若將兩種理論結合，並放在東亞國家的架構中討論，可以

發現這些國家在經濟發展前期通常都是採用管制政策，並對利益團體得由會進行

壓制，同時政商的扈從關係表現明顯。而在經濟自由化之後，政府的統治能力降

低，必須接受利益團體的遊說開放經濟管制。而在前一個時期的政商網絡在自化

之後並未消失，反而使商界利益團體更可以有效的遊說政府。這樣的的政經結構

除了會使社會利益分配不均，也會使政府失去控制能力，無法對金融機構做有效

的監管，過度金融（overbanking）、超貸等危機便接踵而來。 

 接著討論的是金融管制理論的部分。首先，政府會採取金融管制（financial 

regulation），除了如前述的維持政權穩定之外，也可以是為了維持經濟穩定，透

過法律規範，矯正市場弊端。此外，透過金融管制，也可使民眾在經濟波動中也

可獲得財產的保障。政府採取金融管制的手段，主要是透過金融主管機關動用行

政手段，控制金融機構的設置、運作、交易、經營，以及審查金融機構進出市場

的資格與手續等。透過這樣的管理措施，可以促使金融機構如銀行、保險業等謹

慎運作，確保營運的穩定性、安全性以及債務清償能力。這樣的作為除了可以保

障民眾權益，並可以在金融危機爆發時，儘可能維持金融體系的穩定。 

 金融管制的類型大概可以分為四種類型：利率管制、業務分離、經營的地域

限制以及外匯管制（張軒榮，2008：12-13）。但以上操作方法討論的較偏向國家

為了穩定經濟而做出的貨幣金融的管制，與大刀闊斧做出整體金融體系的矯正與

監管仍有差距。然而政府應該如何因應情況調整做出金融體制的監督與管理，近

期學者的看法皆較偏向經由公權力的檢查與控管，使民間金融機構的結構可以穩

                                                                                                                                                           
立場才是自由化政策執行與否的決定性因素（Quinn and Inclan，1997：805-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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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並保障民眾權益。1930 到 1970 年代之間有關於金融管制的文獻較無法在安

全與效率之間取得平衡點，6近期的文獻較著重於分析金融危機以及金融體系脆

弱性，並認為金融體系的均衡點有好的也有壞的。此外，近期文獻中也提出政府

是監管體系中的重要環節，提供多層的檢查，保障了存款安全並可及時提供紓困

措施（Diamond and Dybvig，1983：417-418）。 

 此外，學者也認為，政府干預的主要目的是限制商業銀行等金融機構為了追

求利潤而承擔過量的風險，而在終於承擔不了導致倒閉時又會引發一連串的骨牌

效應，影響整體金融市場的穩定。傳統金融理論對於政府干預的合理性也在於政

府若不進行管制，則當金融機構在惡性競爭下承擔過多風險而倒閉，會影響整體

經濟不安（馬君潞，1996）。 

 國家是金融管制政策的核心運作行為者，應有效率地管制金融市場與貨幣機

構，這已經是很多社會的共識。但國家對金融管制的應然面認知，不等同於實然

面的做法。政府的金融管制措施，企業很可能會反彈，政策制定過程亦會有多方

角力。這在政商扈從關係根深柢固的東亞地區，情形尤其明顯。而在政策實行後，

一國的環境又是否真的能使金融管制政策收得如預期成效，也很難講。在推動金

融改革、促進經濟效率時，同時也必須要注意到政策制定以及推行的效率。以上

的問題，都並非單純由經濟或是金融學出發的理論可以解決的。因此本文從政治

的角度來看金融改革的政策制定過程，以了解不同的環境中的實踐會造成怎樣不

同的結果。 

台韓金融改革比較文獻。一般對於台灣與韓國金融結構的形成，通常會以「官

治金融」來作為對兩國在威權時期金融體系的描述。亦即在威權時期，國家操控

了所有國家的資源與政策制定。金融的部分有控制政治以及經濟的用途。7兩個

                                                       
6 這個時期的金融管制理論多方參考新制度經濟學、博弈理論、資訊經濟學、產業經濟理論等，

得以更全面的討論金融資訊流通與管制金融市場的問題。 
7 這部分主要支持的理論是發展國家論（developmental state theory）。發展國家論學者認為東亞

國家的經濟發展奇蹟，主要是由於國家對於資源配置以及政策干預得宜，才可以讓東亞國家的經

濟快速發展。而金融體系的控制更是經濟控制中不可或缺的重要環節。至於發展國家論的幾個論

點，本文將會在後文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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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雖然在金融體系結構有極大的相似處，學者也陸續為兩個國家的金融體系缺

失提出關切，但是台灣與韓國真正實行金融改革，則是在亞洲金融風暴

（1997-1998）之後。8 

 在亞洲金融風暴中，幾個以往被視為發展型國家論典型模範的東亞國家，紛

紛在這波金融危機中倒下。學者歸結出東亞國家之所以在金融危機衝擊下如此不

堪一擊，原因可分為國內因素與國際因素。在國內方面，由於政府管制經濟，導

致資訊不透明，且政府缺乏課責性（accountability）。因政府的過度干預造成道

德風險（moral hazard），缺乏適當管制的金融自由化等，使得國家金融體系體質

不良，也就無法抵抗金融風暴（Horiuchi，2000；Kawai，2000: 230-232）。此外，

新古典經濟學家也攻擊之前被視之為東亞發展原因的親信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或譯朋黨資本主義），也就是藉由貪污連結起來的恩庇關係，是造成

道德風險的主因（Corsetti，1999: 5-8）。9新古典經濟學派的解釋固然可行，然而

卻也同時否證了之前新古典經濟學派「東亞國家對經濟干預輕微」的說法。10 

 在國際方面，Krugman（1998）同意東亞國家有內部的問題，但也同時指出

金融市場全球化之後帶來的游資在全球各地套利，容易造成新興資本市場的泡沫

化。一旦這些新興發展國家政治情勢不穩或經濟發展停滯，這些熱錢便容易外流

到安全之處，進一步造成資本大量流出的金融與經濟危機。雖然由國際的角度來

看，金融全球化是造成東亞危機的主因；但是，東亞國家對這些國際流動資本入

侵國內金融體系完全無法做出監理與管制，更使得金融危機容易發生。 

                                                       
8 韓國於 1997 年經歷亞洲金融風暴，金融體系改革重整。而台灣雖然受到亞洲金融風暴的衝擊

較小，但是因為金融結構不良造成的「過度金融」（overbanking）情形出現，本土金融風暴也隱

然成形（薛健吾，2007：120）。 
9 Kang（2002）也認為韓國的親信資本主義是造成該國金融結構脆弱的主因，但是 Kang 的說法

較偏向以政治分析來了解韓國的經濟奇蹟與之後所遭到的危機，不同於新古典經濟學家只強調政

治介入的缺點。 
10 世界銀行於 1993 年出版的「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一書

中是典型的新古典經濟學派論著。該書承認了東亞政府確實是對產業政策做出了干預，然而干預

有效是因為東亞國家了解到基本面的重要性（getting the fundamentals right），並順著市場做出調

整（market conforming），故得以發展。世界銀行認為東亞國家的干預是採取對外導向的干預；

例如在外銷政策上，東亞國家採取出口補貼的方法是一種「親市場性」的補貼，這樣的干預是較

為中性，且干預性較低的；反之，由於拉丁美洲國家採取干預性較大的進口替代政策，故造成經

濟發展遲緩。 



 
 

11 
 

 相對於其他東亞國家，亞洲金融風暴對台灣的影響並不算太大。主因在於雖

然一開始台灣央行強力干預市場，固守匯率，最後還是依照市場機制運作，放任

匯率下跌。此外，政府對股市採取護盤措施，並開始指定金融機構成立接管小組，

並代為處理有財務危機的股票公司。另外，台灣的公、私部門負債也相對較輕。

相反的，韓國在金融風暴中損失慘重，許多大企業債台高築、週轉不靈，甚至宣

告破產。而韓國中央銀行為了防止韓元狂跌，而進場干預，拋售美元以穩定匯率。

然而終究因為外匯存底不足而無力挽回局勢。在走投無路的情況下，韓國只有請

情國際貨幣基金（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提供緊急財政援助，而 IMF

也要求韓國接受全面的金融改革才願意提供協助。韓國因此展開一連串的改革措

施（于宗先，2002：15-17）。 

 一般討論台韓金融改革時，會將兩國的案例分開來檢視，之後再做比較。而

根據以往文獻的討論，台灣的金融改革通常會將之認為是一個成效不彰的改革

（廖坤榮，2004：59）。而理由如下： 

 （1）政治性的金融改革：此處指的政治性並非指藉由政治途徑處理金融改

革，而是金融改革的目標本身就是政治性的。以第一次金融改革為例，雖然主要

是為了防止本土性的金融危機持續擴大，然而改革的過程與內容卻不免讓人想到

是民進黨政府為了剷除國民黨地方派系才做出改革（薛健吾，2007：129-131）。

11二次金改雖然目標設定為減少金融機構，促進整併，然而在金融機構整併的過

程中，國家一手導演過程並強勢介入，並有圖利特定企業的嫌疑。12國家在金融

場域的自主性高漲，變成由國家主動尋租，也使金融改革的內容與效果受到質疑

（朱雲漢，2004、廖坤榮，2004、黃宗昊，2004、林文斌，2007）。 

 （2）行政立法拉扯下的立法效率不彰：台灣在兩次金融改革中，法條的內

                                                       
11 杜慶承在對親民黨的彰化地方派系的訪問中就點出，民進黨上台之後所做出的第一次金融改

革手法粗糙且野蠻。對於地方金融機構美其名為整理、接管，然而就事實上而言根本是「劫收」，

以政治手段逼迫的方派系就範（杜慶承，2005：128）。 
12 雖然政府企圖利用金控法整併金融產業，並進行公營銀行民營化等政策以達成讓台灣的金融

產業具國際化競爭力的目標，然而新光吳家、中信辜家以及國泰蔡家所掌握的六大金控幾乎壟斷

了金融資源，到 2006 年初，三大家族在金融版圖中所佔的地位已遠遠超出其他家族（林文斌，

2007：29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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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通常都是經過行政與立法長期的爭論與妥協的結果，致使改革條文的制定曠日

廢時，執行的結果往往也不如人意。13而金融法案的通過與否，除了是與當政者

的政治利益相關外，也往往與政黨自身利益相牽連。（林文斌，2007：288）。14 

 （3）爭議性的資源分配：金融改革最為人詬病的，莫過於資源分配的部分。

就目前還在調查程序的金改案來看，其中政治運作的資源分配，大過於市場運作

的效果。其中，金融機構民營化之後的官股董座分配、金控的成立與合併，顯示

出政府有圖利特定財團或扈從政治人物的考量（黃宗昊，2004：62-63、林文斌，

2007：292、薛健吾，2007：147-150）。這樣的結果除了造成金融改革理論中的

資源分配不均外，同時也無法完全去除企業尋租（rent seeking）以及金融體制內

道德風險爆發的危機。 

 （4）運作效果不彰的金融監理機制：台灣金管會成立距離金控法通過已經

有兩年時間，而兩年的監理空窗期足以讓金控坐大，並威脅到金管會的獨立性與

能力。金管會的人事一直也很有爭議，政治酬庸任命使得金管會的中立性與監管

能力受到嚴重質疑（廖坤榮，2004：79、林文斌，2007：288-289, 291）。例如前

台糖董事長龔照勝出任金管會主委，便引起適任與否爭議15。 

與台灣不同，韓國的金融改革成果為大部分學者所稱讚。理由如下： 

 （1）完整改革：在 IMF 的要求下，韓國的經濟結構重整大致可分為總體經

濟目標、政府經濟政策、企業結構與金融改革四個部份，而金融改革的部分不僅

是就現有的金融機構做出整併，更要進一步的開放金融市場，並設立金融監理機

構（楊鎮遠，2004：76-80、蔡增家，2005：154-157、林文斌，2007：251-255）。

這樣的做法不啻於對長期受到保護的韓國經濟結構的一大重擊，然而韓國的經濟

                                                       
13  
14 以金監法為例，自 2001 開始，朝野始終爭執不下，直到 2003 年才通過法案。2004 年總統大

選在即，當時盛傳泛藍陣營是因為自認可以勝選，並有機會任命第一屆金管會人事，故同意通過

金監法（林文斌，2007）。 
15 龔照勝上任後不久即爆發「禿鷹案」，引發金管會用人不當的批評。龔氏自身也被爆出在擔任

台糖董座期間貪瀆病因此被訴，不久即被行政院解職（聯合報，2006/11/14，B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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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在經歷這樣的陣痛之後有了更好的表現。16 

 （2）獲得廣泛支持的政策：金大中的改革成果與金泳三不同的原因，除了

因為金大中少了金泳三的政黨包袱之外，可以一展雄心之外；也因為他巧妙的運

用國內對於 IMF 管制而感到反感的情緒以支持改革，並利用來自 IMF 的壓力作

為通過改革法案的力量（楊鎮遠，2004：76、蔡增家，2005：213-216）。且經過

金融風暴後，民眾反而更期待藉由改革政策帶來新的榮景（Ha，2001：38-39）。 

 （3）限制財閥：金大中針對財閥的改革不僅僅是外部結構如規模與部門拆

解或整合，同時也關注企業的經營方式與財務結構的調整（楊鎮遠，2004：

103-111、蔡增家，2005：195-207、林文斌，2007：262-268）。財閥雖然不甘心

受到限制，然而在當時的環境之下，也只能接受政府安排的調整。政府加深了對

財閥的監督，也加快了財閥改革的腳步（Ha，2001：36-37）。 

 （4）運作良好的金融監理機制：在金融風暴後成立的金融監督委員會，是

提供政府國內各銀行對內及對外貸款、運作的情報（楊鎮遠，2004：102）。而金

融監理制度不僅僅是政府對銀行機構的監督，而是將資訊透明化，運用「定期公

開揭露制度」使銀行的結構更為健全（廖坤榮，2004：75）。而韓國金融監理機

制在實行後幾年，韓國政壇雖仍有政治獻金醜聞，但與過往綿密的政商網絡造成

金融機構嚴重負債、甚至導致全國金融體系危機的情形已不復見。17 

 由以上的文獻中可以看到，台灣與韓國的的金融改革，主要是藉由政府的干

預，重新建立金融體系的規範與監管。在比較這兩個國家的金融改革時，學者提

出了幾項相異之處，導致台韓兩國的金融改革有不同的結果。 

（1）新制度的執行：在傳達金融改革的政令時，韓國有訂立時間表與以及

即時配套措施，相對之下台灣就沒有。韓國的改革時間表訂立與政策產生是與國

際貨幣基金（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交涉之下不得不然的結果。但也

                                                       
16 韓國的經濟成長率在 1998 年時曾由 1997 年的 4.7%狂跌到-6.9%，然而在經過改革期，2000
年時的經濟成長率高達 8.5%，此後也維持穩定的正向成長（韓國知識經濟部網站，

http://www.mke.go.kr/，檢索日期：2010/3/15）。 
17 以 2003 年為例，大國黨與 LG、現代財團皆傳出政治利益輸送的醜聞，受到韓國民眾強烈的

譴責（Lee，2004：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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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有明確的政策實施時間與成套的金融改革政策，韓國的金融改革較具時效性

的，同時在資訊透明度、開放國際基本方面的執行成效也較顯著（林佑儒，2003：

101；林姍姍，2003：100）。相較之下，台灣金融改革的立法雖然有訂立時間表，

然而卻無法按表完成任務。18朝野與民間輿論對於台灣的金融改革有許多批評，

因此政府遭遇了很大的阻力。以金管會組織法為例，2001 年通過金控法之後，

由於立法院朝野對立，以及藍綠雙方對於金管會條例細節無法達成共識等，故一

直無法通過。直到 2004 年總統大選在即，金管會組織法才在泛藍陣營認為會勝

選、會拿到金管會任命權的考量下通過（林文斌，2008：119）。然而自開放金控

成立以來，金融監理竟有兩年的空窗期。由此可以看出台灣的金融改革頗有不足

之處。 

（2）執政者的手法：學者認為韓國金融改革的很大部分是因為金大中的政

治手段，甚至認為是金大中的魄力，改革政策才能順利通過（廖坤榮，2004：76）。

另外，金大中對於政治資源也很能運用。除了透過直接在總理之下設計金融監督

委員會（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與計畫預算局（Ministry and Planning 

and Budget）直接統合國家金融政策外，也運用國內外的壓力、軟硬兼施，使國

會快速通過金融改革的法案（蔡增家，2005：208, 213-215）。此外，由於憲政體

制不同，加上金大中本身的政治背景，使得他沒有政黨包袱與連任的後顧之憂，

在推行改革上更加得心應手（Kim，2005：467）。台灣的民進黨政府無法做到這

一點。在執政之後，民進黨一如期前任的國民黨政府，也更積極建立政商網絡（黃

宗昊，2004：59）。加上憲政體制的設定、國會中的藍綠對立，使得陳水扁雖然

喊出了改革口號，卻屢屢措施政策目標，時常喊了改革的總統卻又主動叫停改

革。19 

（3）危機程度與外在壓力：由台韓兩個案例比較中，也可看出當國家面對

                                                       
18 陳水扁於 2002 年時發表二五八金改計畫，被輿論批評為過於草率（經濟日報，2002/11/15）；

而 2004 年發表的二次金改計畫，在兩年後也由行政院宣布中止。 
19 2002 年底，陳水扁接見南部民進黨五縣市長後，晚間行政院即舉行臨時記者會，宣布即刻起，

暫緩實施農漁會信用部分級管理措施，恢復過去的專案輔導機制（經濟日報，2002/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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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機與外在壓力越大，改革越容易。林文斌（2007：316-317）的針對台、日、

韓三國金融改革的研究中指出，由於韓國的金融體系脆弱性極高，故容易屈服於

外力。而台灣及日本的金融體系在當時因為沒有立即且強烈的危機，金融體系並

不脆弱，導致這兩國對於外力催促改革的反應鈍化，改革動作也較緩慢。不管在

哪一國，國內各行為者不論是贊成改革或反對改革，都會運用外力，企圖影響新

金融體制的形成。Lee（2005：282）認為在參與式民主中，民眾會對政府的反應

較為敏感。在 1997 的亞洲金融風暴中，韓國就是因為金泳三政府面對強大危機

卻無力處理，而將希望寄託於新上任、左派的金大中，也讓金大中有了「民意」

做為後盾。相反的，台灣在民進黨進行金融改革前，雖然已經有許多農漁會擠兌、

銀行跳票等事件發生，卻都尚在政府可以控制的範圍之內。故當政府加速改革

時，民眾容易反彈，反對改革的政治力量也容易集結。 

兩國行為者的動機與能力皆不同；為兩國金融改革帶來不同的成果。執政

者、政黨、財團是兩國共同擁有的行為者，而地方勢力、外國壓力則在兩國扮演

的角色有所差異。針對兩國金融改革的文獻中雖然都對各個行為者做出深刻的描

述，也比較出了台灣跟韓國行為者能力與環境的差異，卻大體上脫不了使用國家

─政黨─財團的鐵三角組合做出分析，缺乏時間與空間的動態分析。換句話說，

憲政體制、執政者與金控／財閥的角色是屬於不同的制度層面。若是將其放在平

面且單一的討論中，則容易將某些條件是為行為者給定（given）的特性，而難

以觀察到政策過程中究竟決定性的因素是什麼。 

此外，金融改革的政策並非單一，且實行期間長久，在這段期間，不僅環境

可能有所變化，行為者的能力與動機皆可能有所改變。故若只用傳統的鐵三角分

析，不僅容易將改革過程簡化，致使錯失改革中具影響力的細節。 

 此外，許多學者雖然開始注意到制度環境的細節是可以影響行為者的能力與

動機，卻還是較偏向以國家、甚至是執政者的角度去討論改革的方向與政策的執

行（廖坤榮，2004、Zhang，2002、Heo and Tan，2003）。這樣的討論方式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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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到發展國家論的影子，然而在這些學者的論述中，同時又可以發現其他行為

者的能力隨著環境變遷而轉變，不應再視作相對於國家而動的角色。故本研究認

為，在做政策制定與執行過程的討論時，若可以由多個行為者的互動來討論，會

是比只由國家能力的強弱單方向討論來得動態且清楚的分析。 

 

第三節  研究途徑、方法與架構 

 

歷史制度論與層次分析法。由政治討論經濟的問題時，著重在經濟場域中權

力所引導的非自願交換。而權力的分布狀態會以「制度」固定並延續下來，因而

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心會放在各項制度上，這個取向與經濟學者著重於數量與價

格均衡的互動市場關係有所不同。以制度論方法分析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學派可分

為「理性選擇制度論」（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與「歷史制度論」（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理性選擇制度論的特色有兩點：一、重視「制度均衡」與「均衡制度」。制

度就是人類社會中的遊戲規則，有助於達成彼此的交換與合作。制度的產生可以

規範行為者間的互動行為，以產生一個較好的社會結果（North，1990：1, 61-69）。

二、分析方法較為靜態，習慣以各個均衡狀態為核心，來比較達成均衡狀態的條

件有何改變。 

然而這樣的說法有其不足之處。首先，制度可能會具有多重效果。因為制度

的選擇常會是行動者間權衡和策略互動的結果，但隨著時間流程的拉長，在外在

環境改變的情況下，制度可能會發生效率降低的情形，甚至是失去原有的設計功

能。其次，理性選擇制度論由於經常以各個均衡狀態做為核心來比較，卻忽略了

隨著時間的進程，除了制度的作用會改變之外，行為者在其間的角色也可能有所

差異（Pierson，2004：109-122）。20加上理性選擇制度論較關注個別制度，有時

                                                       
20 Pierson（2004）在 Politics in Time: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Analysis 一書中批評制度設計

論的缺點主要在於：制度有多重效果、制度設計者未必功能取向、制度設計者的短視、制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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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忽略了所處制度環境的變遷。 

歷史制度論希望則彌補理性選擇制度論的不足。歷史制度論有兩個特色：

一、關注宏觀的歷史過程。制度的起源與變遷並非憑空發生，而是鑲嵌於整個制

度體系的演化過程中。歷史制度論認為制度延續，常會出現「常中帶變」的情形。

制度體系內的不協調與衝突，不斷考驗著特定制度的穩定性。故在歷史過程中，

制度體系是不斷變動的。二、歷史制度論具有中程理論（midrange theory）的特

質。由於充分認知到歷史過程的複雜和制度演化的不確定性，所以歷史制度論在

建構理論時，通常會立基於歷史經驗事實，並強調特定的文化條件、時空背景等

脈絡效果（context effect）對理論的重要性（黃宗昊，2009: 179-180）。 

本研究即採用歷史制度論作為主要分析工具，先說明兩國在政治制度的變

遷，再探討 1998-2008 這段期間制度體系如何影響金融改革。此外，由於歷史制

度論著重每個制度交錯成體系的變化，本研究也可藉此方法多方面的了解政策制

定過程，而非單就特定原因或特定制度做為事件的解釋。更進一步，本文運用

Oliver Williamson 有關於制度分析層次的觀點，將制度體系的層次由寬廣到精確

分為：社會鑲嵌（embeddedness）、制度環境（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治理機

制（governance）與資源配置（resource allocation）（Williamson，2000：595-600）

21 。 

Williamson 的四層次分析是立基於新制度經濟學的觀點之上的。新制度經濟

學的觀點最重要的有兩項：一、制度確實會影響經濟。二、制度中的決定因素可

被運用在經濟理論的分析當中（Williamson，2000：595）。然而制度中的各種因

素仍應將其依性質做出分類，才能了解這些因素如何構成環境以及影響力。而在

新制度經濟學中，學者提出有幾項因素的影響是最為重要的：一、人類（human 

actor）。人是最難以預測的行為者。因為個人認知與利益取向的不同，使得人類

                                                                                                                                                           
未可預期、環境改變與制度延續、行動者不延續等問題。 
21 相較於經濟學著重的是較下層「治理」和「資源配置」的層次，政治經濟學著重的則是更上

層的「脈絡鑲嵌」和「制度環境」對下層「治理」和「資源配置」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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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行為難以做出完美的理論歸結。二、可操作性（feasibility）。公共政策是會偏

向零交易成本、完全信用（full credibility）、仁慈的方向逐漸做出調整的。當新

的政策無法達到這個目標時，政策便會慢慢走回原來的路線，以求符合以上的目

標。這不是因為人性的善良所致，而是因為在交易必須多次進行的情況之下，降

低交易成本、提高信用的做法較符合人們想要取得的經濟效益。三、企業與官僚

（firms and bureaus）。政府在面對經濟時，要處理的是是否要治理、應如何治理

的問題。而企業面對的是一個沒有約制就沒有保障、有約制又怕太過拘束的環

境。因此雙方互動的複雜性是新制度經濟學討論的重點。四、理論進化（theory 

development）。新制度經濟學的理論是不斷在變動，並且在適用上是有彈性的。

因為環境構成的差異，導致理論運用空間的不同。越多理論出現，表示環境組成

的可能性越多，也成為新制度經濟學的理論向前推進的動力。五、實證研究

（empirical studies）。Williamson 認為驗證（corroboration）比預測（prediction）

要來的困難。要驗證各種不確定的因素是否真的影響到結果，需要同時運用操作

數據與推論思考。結果與原因並非是固定的關係，而是會相互影響的。這些必須

要透過實證研究才能了解其中因果關係的構成。 

以上新制度經濟學的討論重點不甚具體，Williamson 的做法就是提出四個層

次，讓這些因素的互動可以更加具體：治理機制中包括了企業與官僚，而治理機

制的舞台又是公共政策（即正式的制度環境）所構成。而在舞台上主要的行為者

─人，又受到自身的認知、文化背景等影響，導致有不同的思考及行為模式。本

文接下來就要討論這四個層次之中應該納入什麼因素、這些因素/層次間的互動

如何影響到金融改革的政策制定。 

 

 

[圖 1-1、Oliver Williamson 的分析層次置於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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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Oliver Williamson（2000：597）的分析層次（粗線部分為本研究的

討論重點層次） 

 

 

 

 

 

 

 

 

    社會鑲嵌 

非正式制度如傳統、習俗等

    制度環境 

正式制度如憲政體制 

    治理機制 

行為者互動機制的形成 

    資源分配 

政策執行後各方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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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鑲嵌是指一個國家的歷史淵源與文化背景對政治舞台的形塑。舉例而

言，台灣與韓國政黨體系的形成皆與過往的歷史背景較為相關，而非選舉制度。

台灣由於歷史的關係造成了統獨兩方在意識形態上的對立，進而在政治上營造出

了藍綠兩大陣營，並影響了兩方對於政策的立場。而韓國也由於歷史因素造成傳

統上的地域對立，使得傳統上佔有優勢的大邱─慶尚地區的政治菁英代表傳統、

保守的政治觀點，而歷史上一直被壓抑的全羅地區的新星政治勢力則代表改革與

開放的政策立場。 

制度環境是規範行為者的政治規則。然而制度又包含各種不同的面向，如中

央政府體制、選舉制度、政黨體系等。許多經驗研究都是以特定制度做為研究對

象，界定其特質與後果。關於制度選擇的辯論，也多集中在個別的制度上。其實，

制度往往彼此鑲嵌，難以切割觀察。相關的文獻常以「加總法」來探究制度配套

的課題，但是這樣可能會忽略制度配套對原有制度性質的改變。此外，某些制度

在彼此配套後，可能會喪失在原本制度面向上的特質。如多黨制與總統制搭配時

有利於總統權力擴張，政府較有機會可以長久延續；但與議會內閣制搭配時，則

會縮短政府壽命。故在不同情境下的同一制度搭配，特質可能會有不同。在討論

制度環境時，必須要思考制度配套時的「化學變化」，亦即配套對制度在原有面

向上的改變（林繼文，2006: 1-3）。本研究在對台韓兩國的政治制度做檢視時，

會由中央政府體制、選舉制度與政黨體系做觀察，並分析這些制度在相互搭配後

會為行為者的行動做出怎樣的規範。 

在治理機制的層次，本研究關注的是行為者互動機制的形成。本研究討論焦

點為兩國金融改革政策制定過程，故在治理機制的層次中討論總統、政黨、財團

等主要行為者的互動，亦即政商關係，進而分析這個互動機制如何影響政策的制

定與產出。政商關係會顯示政府與企業的互動關係也會顯示制度環境中權力配置

的狀態。易言之，不同時期的政商關係就是當時特定權力結構之下的產物。而在

不同的權力配置環境中，行為者間的角色扮演與互動會對政策產出有不同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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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然而政商關係也並非簡單的被制度環境所制約，行動者間仍然有相對的自主

性。行為者政經資源的消長，也會造成制度的變遷。 

資源分配討論的是政策執行之後利益分配的結果，而這樣的結果不一定讓各

方都滿意，就成為了下一次改革的契機。舉例而言，韓國在金泳三時期

（1993-1998）進行的金融自由化，是較有利於財閥的改革。這樣的做法使得財

閥可以大舉外債做業務擴張，最後導致信用不佳、財務週轉失靈。金大中時期

（1998-2003）的金融改革針對財閥的過份擴張做出限制，可以說是對金泳三時

期的金融改革結果做出矯正。 

本研究採用歷史制度論與層次分析法，先就不同時期的台韓兩國制度環境的

權力結構做出描繪，再來討論第三層次中政商關係的型態與其對制度環境的影

響，藉此釐清兩國在 1998-2008 間的金融改革的政策制定過程為何會產生差異。 

台韓案例比較。就制度體系的四個層次而言，台灣與韓國很相似，這是本文

比較的起點。 

 在社會鑲嵌部分，本研究著重政黨體系。兩國的政黨體系形成皆有其歷史淵

源，與選舉制度的關係不大。兩國的國會制度有很長一段期間皆採取「複數選區

單記不可讓渡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with multi-member-district system, 

SNTV-MMD，簡稱 SNTV），然而形成的政黨體系樣貌卻截然不同。在歷史影響

下，台灣的政黨為以藍綠分置政治光譜兩端，而任何政黨皆會被劃歸到兩邊，故

形成了較偏向兩黨制的政黨體系。22韓國的政黨則反映了地域政治。又因為地域

主義的激化加上政黨壽命不長，政黨很難整合，而造成一個破碎、流動性高的政

黨體系（陳寧寧，劉德海，2001：15-19；森山茂德，2005： 111-120）。 

 另外，在台灣與韓國，朋黨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都是影響政治決策

相當重要的因素。朋黨主義（Cronyism 或稱裙帶主義）的定義是基於家庭關係、

                                                       
22黃(口麗)莉（2007：451-452）指出台灣的國族認同類別在歷史淵源、合法性及社會政治動員力

上都有不同的權力基礎。以綠、藍為光譜的兩端，使台灣在政治支持上極化為 M 型的政治雙峰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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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連結、非正式網絡所組織起來的關係，並藉由這樣的關係以獲得好處

（Krugman，1998）。而朋黨資本主義就是利用這樣的關係，在國家發展過程中

讓特定團體的人獲得好處。以往認為朋黨資本主義是幫助二十世紀東亞經濟奇蹟

的主因，但是因為朋黨資本主義同時也帶來道德風險（moral hazard）的危機，

也進而導致了這些國家金融體系出現問題。因此，在討論金融改革時，也必須要

將朋黨資本主義所構築成的政商關係放到分析脈絡中。 

 而在制度環境部分，本研究著重中央政府體制與國會選舉制度的搭配對政策

制定過程的影響。台灣在 1998-2008 期間的體制為半總統制，總統任期為四年且

得連任一次；搭配國會選制為複數選區單記不可讓渡制。由於政黨體系為藍綠截

然切割且合作可能性低，23故當行政與立法由藍綠兩個不同的政黨所掌握時，雙

方的關係容易僵化，甚至出現衝突。法案的制定與最終執行都容易受到雙邊拉

扯。台灣在第一次金融改革時即出現這樣的情形。 

 同一時期，韓國雖然也是半總統制，然而韓國總統的任期為五年不得連任

制，搭配的國會選制為單一選區（single member district, 簡稱 SMD）制，此與

台灣不同。韓國的政黨體系破碎是由於歷史因素所導致，即使 1988 年後由複數

選區制改為採用單一選區制，仍無法改變國會中多黨林立的現象（森山茂德，

2005： 127）。此外，與台灣的總統選舉與立法委員幾乎同時舉行不同，韓國的

國會大選是在總統任期的中間舉行，若執政黨無法贏得國會大選，則只剩下一半

任期的總統在施政上會更加困難。在這樣情況下，總統在任期前半時會有改革的

動力，任期後半時因沒有連任的優勢，在國會中也難以凝聚多黨組成的政治聯盟

以通過法案，使總統權力大減。也因此，韓國總統在上台之初的改革目標都很明

確，然而改革後期卻都無疾而終。如金大中執政第三年時，因無連任優勢，政治

聯盟瓦解，法案很難通過，金融改革也因此停滯（蔡增家，2005： 89）。 

                                                       
23 黃宗昊（2005：27-29）認為總統依照憲法是可以再度解散立法院，且沒有次數限制。然而在

這樣的情形下，總統必須承擔一定的政治風險。但在台灣選舉制度不穩定的前提下，選舉的代價

高昂，同時立法院又缺乏對立法委員任期的保障，因此可有效嚇阻倒閣的發生，大幅降低「藍綠

共治」出現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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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治理機制的層次上，本研究主要將焦點集中於總統、政黨與財團之間的政

商關係上。台灣的總統由於憲政制度設計賦予的優勢，使總統得以一手掌握行政

權力與得以控制官僚行為的官僚任命權，並在治理機制中有強大影響力。但是「總

統」這個角色卻因行為者本身的表現，而使職能的發揮受到質疑。如在二次金改

中，陳水扁總統及其家族便有極大爭議。而在政策形成的過程裡，政黨與財團皆

因為追求自身利益，而尋求以不同的管道試圖干預政策。本研究將試圖描繪出不

同時期台灣政商關係的建構，最後聚焦於金融改革時期並分析這些行為者如何參

與政策制定過程並影響最終政策的產出。 

 韓國在 1998 年的金融風暴後，國際貨幣基金（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介入金融改革的政策制定。首先，總統的行政權力雖大，但由於每位總統

的政治背景不同，所能進行改革的動機與能力就會有差異。由於韓國政商關係牽

扯甚深，大企業結合政黨，可以對政策制定有決定性的影響。如在金泳三時期，

大企業結合舊政權在國會中的勢力，讓金泳三在執政時期難以做出大幅度的改革

（蔡增家，2005： 88-92）。 

 最後討論的是資源分配的層次。台灣的財團在這個階段獲得了極大利益，並

擴大了政治影響力；與之相反的，是因為失去金融資源而逐漸變弱的地方派系。

韓國的財閥在金融改革之後體質變好了，但也因為是經過政府大力整頓，所以政

商關係變淡了。外資也因為韓國的市場在金融改革之後變得更開放，而可以大量

進駐韓國。 

 

[表 1-1 台韓金融改革政策過程層次架構對照表置於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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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台韓金融改革政策過程層次架構對照表（粗體為本研究討論焦點） 

 台灣 韓國 
第一層次 

（社會鑲嵌） 
政黨體系、朋黨資本主義 政黨體系、地域對立、彭黨資

本主義 
第二層次 

（制度環境） 
半總統制（總統四年一任，得

連任一次）、總統與立委同時

選舉 

半總統制（總統五年一任，不

得連任）、國會大選在總統任

期的中間 
第三層次 

（治理機制） 
行為者：總統、政黨、財團 行為者：總統、政黨、財閥、

國際貨幣基金 
第四層次 

（資源分配） 
行為者：財團、地方派系 行為者：財閥、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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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在金融改革結果部分，本文使用比較台韓兩國金融體系的逾放比以及

Fitch 的主權債信評等，以檢視兩國金融改革的成效。另亦藉由研究文獻觀察兩

國金融監理機制的運作，以全面評估金融改革的實際效果。 

 

第四節  章節安排 

 

本研究章節安排如下：第一章為緒論，包括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範圍、文獻回

顧、分析架構以及研究方法等。 

 第二章簡述台灣的政治體制與政治背景，主要討論各種政治制度的配套後所

形成的制度體系中行為者的互動，以及金融改革政策產出的過程。最後，採用幾

項指標來檢視韓國金融改革的成果。 

 第三章描述韓國的政治體制與政治背景，並和第二章一樣同討論韓國政治制

度的配套後行為者的互動，並針對金融改革政策產出的過程做分析。最後，本章

節將會採用幾項指標來檢視台灣金融改革的成果。 

 第四章則為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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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台灣金融改革的政治分析 

 

 台灣在 1990 年代進行了金融自由化改革。但當時國民黨政府並未做出完整

的規範，以致金融自由化帶來了銀行家數過多，各金融機構間惡性競爭的情形。

加上一連串的擠兌事件，釀成本土性金融危機。 

 民進黨政府在 2000 年上台之後，開始進行新一波的金融改革。分成兩個階

段：一次金改主要圍繞在基層金融機構改革與金融機構整併；二次金改則著重金

控的成立與整併。本章節焦點不在金融改革政策本身，而是在金融改革的政治角

力以及制度環境如何導出政策的產出與執行。本章會藉由各項指標，評估執行的

成果。 

 本章首先說明台灣金融結構的形成、金融自由化、以及本土性金融危機的背

景。接著再說明金融改革政策的制定、執行、以及成果。隨後討論在政策制定過

程中，個別行為者之間的互動。最後則是結論。 

 

第一節 台灣傳統金融體系結構 

 

 在 1988 年以前，「國民黨」與「國家機器」共同構成了黨國體系。黨國體系

的威權強人同時站在黨與政的金字塔頂端，以黨領政；再以龐大的國家機器將統

治的觸角延伸向社會與經濟的領域。他管控中央政治權力，並以嚴密的經濟管制

掌控商業場域（黃宗昊，2004：45）。24然而這樣的黨國體系隨著在 1980 年代開

始的政治自由化而開始解構。當國家機器與國民黨分開成為兩個獨立的行為者之

後，國民黨不僅要面對的其他政治行為者的競爭，也要面對國際壓力對商業部門

                                                       
24 威權強人的表徵不只在於領袖性格，同時憲政制度的設計也在支撐著總統的權威。在威權時

期，戒嚴令與動員戡亂臨時條款維繫住總統的絕對權力；然而在政治民主化與修憲後，總統的權

威仍不可忽視。憲法雖然規定行政院是國家最高行政機關，卻保留了相當大的模糊空間，使總統

可以與行政院長共享許多重要決策權（如人事指派權）。與威權時期不同的是，總統無法再如同

以往自由通過法案，而必須受到立法院的限制（Kuo，20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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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化的要求。例如 1978 年以來，美國便不願意再容忍長期與台灣貿易的入超，

並開始與台灣展開貿易談判，要求放寬進口產品限制、調降關稅以及匯率自由化

等，促使台灣逐步走向經濟自由化。如此一來，如何穩定經濟就成了金融自由化

的重要考量。 

台灣的金融體制要自由化，就要面對過去。自光復後，政府接收日本人留下

來的金融機構，將之改制為省屬行庫。對於金融機構的設立，政府嚴格管制，有

時甚至凍結銀行執照的發放。1960 年代時，政府開始放寬限制，讓大陸遷台的

金融機構恢復營業，也配合政策需要，選擇性核准少數銀行及信託投資公司等金

融機構的成立，但銀行執照仍不開放民間申請。在這期間雖有例外，但這些例外

多屬特殊金融機構如僑資銀行、輸出入銀行、中小企業銀行、農漁會信用部等。

25這些金融機構多為民營，但規模很小，難以與省屬行庫匹敵。到 1990 年時，

財政部才開始接受商業銀行設立的申請（賴英照，1997：41-56）。26 

 新銀行能獲得核准，並非完全是政策考量，政治操作所在多有。1990 年正

是李登輝總統鞏固其政治權力的重要時刻。國民黨的老派系支持公有銀行，並聯

合地方派系反對開放銀行民營。然而李登輝總統支持改革派的官僚，確定開放銀

行設立的政策。這個決策不僅可以更靈活的與地方派系結盟，打擊舊國民黨派

系，還可以更進一步地促成民間財團結合金融資本與產業資本（林文斌，2008：

111-112）。易言之，銀行民營化是國民黨在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之後，重新

編織政商關係的活棋。以 1991 年開放的十五家民營商業銀行為例，除了大財團

搶著申請成立銀行之外，27這些銀行的負責人有高級官僚、政黨要人、國會議員

等。負責人未必出身金融界。28民間資本搶進銀行業，也威脅到國民黨政府長期

                                                       
25 在政府嚴格控管期間成立的特殊金融機構有：華僑商業銀行（1958）、世華銀行（1975，僑資）、

中國輸出入銀行（1978）、各中小企業銀行以及農漁會信用部等。另外也開放日本勸業銀行、美

商花旗銀行等設立駐台據點。這些新開放的金融機構都具有特殊的政治目的。 
26 1989 年七月銀行法修正，增訂第 52 條第 2 項：「依本法或其他法律設立之銀行或金融機構，

其設立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且依此項規定，財政部於 1990 年四月發布「商業銀行設

立標準」，做為商業銀行設立的審核依據。 
27財團會積極要求政府開放官治金融體系的最大理由，是在於融資方便（楊媛玉，1995：103）。 
28 如大安商銀董事長陸潤康（前財政部長）、萬泰商銀董事長許勝發（前立法委員）、寶島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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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金融結構的優越地位（隅谷三喜男、劉進慶、涂照彥，2005：212-213）。 

金融自由化中金融權力下放了，國民黨政府並非全無防備。根據「商業銀行

設立標準」，新銀行的設立必須要有 100 億的自備金。這樣高的準備金金額，除

了讓小財團打退堂鼓外，也讓大財團必須要合縱連橫，才能達到法定標準（李宗

榮，1994：105-112）。國民黨便藉由發放銀行執照的形政權力，籠絡具有雄厚財

力與黨政背景的財團，而持續黨與國家機器在金融體系中的影響力。藉由對新銀

行的管制，國民黨得以重新編織政商關係，不僅降低了金融自由化對國民黨操控

能力的負面影響，它也釋放出更多的資源，維繫住政治民主化之後的扈從關係。 

在這個過程中，中小企業角色十分有限。財團是國民黨政府控制金融體系的

重要管道，但中小企業才台灣的經濟發展主力。29在威權時期，政府控制了國內

的大產業，藉特許專賣權吸引財團與它合作，進而控制大型資本（Chu，1994：

116）。由於政經高度合作，國內市場的經濟租金多半被分配給予與政府合作的財

團或國營企業；中小企業在政治與經濟上都是弱勢，無法插足國內市場，只有向

海外發展。政府也因勢利導，廣設加工出口區、制定相關法規，讓中小企業可以

順利走向海外（周添城，1992：106-107）。如此一來，政府既可以與國內大型資

本結盟，控制國內產業結構，也可以調整國內過剩的產能。 

政府籠絡財團，但在威權時期財團在政商關係上還是有階層之分。首先，外

省籍的財團與國民黨的關係較好。其次，商界雖在國民黨的權力機構中有代表，

然而其席次有限，影響力較弱（Chu，1994：117），故其參與受到很大的限制。

政治民主化之後，財團與政府的關係便開始質變。政治人物為了勝選，就需要財

團提供選舉獻金。而財團投資候選人，一旦該候選人選上，則可在公共工程預算

上獲得回饋（孫克難，1999：23）。政商之間從由上對下的嚴格控制，演化成利

益交換的人情關係，進而層層堆疊成綿密的網絡。30 

                                                                                                                                                           
董事長陳重光（養樂多集團、國民黨大老）、富邦銀行（國泰集團）等。 
29 根據 Chu（1999）的研究，在當時 98%的台灣企業都可稱之為中小企業，而這些公司創造了

52%的總生產量與 78%的工作機會。相對而言，大財團產值僅佔 GDP 的 31.7%。 
30 過去在蔣經國及戒嚴以前的時代，政界人士從不曾如此禮遇商界人士，也極力避免政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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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把從前「官僚─商人」的政商關係擴展到「民意代表─官僚─商人」。

財團選擇支持民意代表，或是推派自己人參選成為民意代表，然後藉由控制議會

的相關委員會，成為球員兼裁判。另外，這些財團的代表還可以利用議會對行政

機關的監督，干預行政機關的人事、預算和執法，使得法律的執行會受到極大的

扭曲（郭承天、陳尚懋、黃宗昊，2000：78-79）。以前財團只需要向官僚系統示

好，但現在則和民意代表拉攏關係。民意代表、官僚與財團的互動，以利益交換

為中心。綿密的新政商網絡，使得台灣在民主化的過程中，無法擺脫金權政治的

陰影（Chu，1996）。 

 財團並非是金融結構中國民黨唯一籠絡的對象。台灣的基層金融機構──農

漁會信用部與信用合作社，是由日本殖民時期的遺緒。國民黨保留這些基層金融

機構，有兩個原因：首先，經過八年抗戰、國共內戰，國民黨撤守台灣，對於金

融整頓既缺乏手段、也缺乏意願。其次，國民黨若是進一步徹底整頓基層金融機

構，會更進一步地疏離剛剛經歷過二二八事件的台灣本土菁英，統治的正當性會

進一步被削弱（Ho and Lee，2001：72-73）。國民黨藉由經濟租金（economic rent）

籠絡財團的方式，也被炮製用在地方派系上。基層金融機構的利益分配成為國民

黨有力的統治工具之一。 

地方派系與國民黨政府之間的扈從關係有半強迫的性質。威權時期，國民黨

與地方派系合作，是為了穩固基層的統治，以免花費高昂的政治成本。而地方派

系會同意國民的的合作要求，是明白如果不答應合作，後果堪慮（Ho and Lee，

2001：80）。國民黨控制的手段，主要就是中央銀行委託省營的合作金庫，對農

漁會信用部與信用合作社進行業務檢查。此外，若非國民黨員，也很難當上基層

金融機構的最高負責人如理事長或總幹事（Tien，1989：47-48, 57-61）。此時政

府對於這些基層金融機構的業務審查仍然相當嚴格，所以這些基層金融機構雖然

讓農漁民貸款方便，卻也並非無限制的放款。 

                                                                                                                                                           
過度明顯的「掛勾」。但自李登輝時代以降，不僅國家元首頻頻與商界接觸，各個部會首長也積

極與商界人士餐敘、高爾夫聯誼（蘇子琴等，1992：179-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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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民主化也助長了地方派系的勢力。國民黨面臨激烈競爭的基層選舉，必

須加強與地方派系的合作，才能控制選舉的過程與結果（Ho and Lee，2001：79、

郭承天、陳尚懋、黃宗昊，2000：79）。也因此，地方派系不僅有了政治上的籌

碼，同時在金融機構的營運上，也有了更大的操作空間。31在李登輝時期， 當

權者為了打擊國民黨的非主流派與維持政權，不惜與帶有黑道、金權色彩的地方

派系結盟。造成這些地方派系任意授信給有良好私人關係的貸款人，而造成鉅額

的壞帳（Chu，1998：141、Kong，2004：351）。 

綜上所述，台灣的官治金融體系有幾個特色： 

第一、威權黨國體系的建立。國民黨在台灣建立以黨領政、以黨領軍的統治，

並藉由強調自己「法統」的地位，再加上運用「動員戡亂臨時條款」與國際的支

持，國民黨即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的合法政權（Cheng，1989: 475-477、若林正丈，

1994：35-37、81-86）。黨國在政治上壓抑其他競爭者，且在經濟上則藉管制、

籠絡達到控制（黃宗昊，2004：41）。國民黨因而得以穩定政權。 

 第二，受政府控制的銀行。國民黨政府在遷台後，企圖掌握所有的資源與資

訊，以免重蹈覆轍。由於國民黨政府認為私營金融機構會為經濟帶來極大風險，

同時也害怕台灣本土資本家會危及政權，故僅允許國營銀行的存在。即使是外資

銀行的設立也有許多法規限制。32此外，政府控制了銀行，就是控制了放款權，

等於控制了企業的發展（林文斌，2007、薛健吾，2007）。 

 第三、有限的民間資本。在 1980 年代末期的經濟自由化之前，台灣的企業，

不論大中小，幾乎都是政經舞台的觀眾。台灣自 1949 年以來，金融、保險、教

育、交通、大型製造業、重化工業等產業都受到高度管制，這些企業的設立需要

                                                       
31 地方派系合作的對象不只國民黨，同時也將觸角延伸到與財團合作。由於地方派系在民主化

之後逐漸在政治場域中站穩腳步，企圖藉由政策制定之後的利益分配獲得資源的財團便開始尋求

與地方派系的合作。一方出錢，另一方出政治資源（Kuo，2000：97）。 
32 然而在威權時期也並非完全沒有民營銀行的成立，然而這樣的開放卻極可能是利益交換的結

果。華僑銀行與上海商銀皆在 1970 年代被准許設立，但是華僑銀行的資金被規定台灣本地的資

本不得超過 20%，可以看出政府有控制本地資本的企圖。而上海商銀也接受政府的要求，將資

產一半解凍，存入政府的中國銀行紐約分行，並同意放款依政府指示，才得以順利成立（林文斌，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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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許，中小企業坐的觀眾席就離舞台更遠了（周添城，1992：99-101）。33政府直

接控制的公營企業是控制台灣經濟的有利工具。政府也運用特許權作為與本土資

本結盟的工具（Chu，1994：116-118）。1970 年代時，台灣已經有本土資本的大

企業出現，但因制於融資，這些大企業在政治上仍無法成器。這些企業雖具有相

當規模，但在國內市場上仍遠不如國營企業。國民黨政府的金融管制以及企業管

理策略確實有效（段承璞，1992、隅谷三喜男、劉進慶、涂照彥，2005）。財團

企業真正可以站上政經舞台，則與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雙重進程息息相

關。當財團已在立法院內有代表人，甚至讓自己人成為立法委員時，政府就逐漸

失去控制（王振寰，1996）。 

 第四、扈從的地方派系。威權時代，台灣的經濟資本雖然以公部門運作為核

心，國民黨政府卻仍須從民間部門劃分出一些寡占或是獨佔性的經濟資源提供給

黨國體系的支持者，其中便包括地方派系。地方派系對國民黨而言，同時具備三

項功能：一、藉由開放地方選舉，強調台灣的民主化與對岸的共產黨不同。二、

由於派系在地方上有自己的網絡，國民黨若在地方選舉中與派系合作，便可以左

右控制選舉結果。三、由於失去中國大陸政權的不安感，使國民黨政府了解到控

制地方的重要性（Ho and Lee，2001：79-80）。34國民黨的扈從獎賞分配機制是

依據扈從性質有所不同。全國性寡佔經濟分配給黨營及榮民事業系統，區域性寡

佔經濟分配則分配給地方派系（朱雲漢，1992：149）。這些恩惠所及範圍也包括

地方農會、漁會、信用合作社、汽車客運公司、公共工程等。在政治民主化之後，

地方派系的擴張不僅止於發跡地，甚至進軍立法院、與財團聯手，加上地方派系

控制的基層金融關係到許多民眾的利益，使得地方派系即使在失去國民的庇護

後，卻依然可以擁有穩定的發展（Kuo，2000：95-96）。 

                                                       
33 台灣的中小企業向外發展，且帶動台灣經濟起飛的原因，也是因為政府對於國內經濟環境的

控管。經由金融壟斷、資金分派的間接運作，許多以國內市場為主的生產製造活動，也使中小企

業難以在台灣的國內市場立足，作後必然走上依賴輸出市場的結果。這也是台灣自民國 60 年以

來，對外貿易持續擴大、造成出超的主要原因（周添城，1992：101）。 
34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派系也沒有選擇地必須與國民黨合作。因為國民黨要求合作的方式是恩

威並施的（Ho and Lee，20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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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非自願的自由化。自由化的台灣經濟有其國內壓力及國際壓力。在國

內壓力方面有幾項原因。首先，公營金融體系的僵化影響到經濟效率。銀行是公

營企業，職員只求依法辦事不犯錯；加上政府對銀行規定嚴格，放款保守，重視

業務細節，長此以往，無法符合快速進步的工商業的需求（Ho and Lee，2001：

75）。其次，由於政府嚴格管制，導致地下金融市場的活絡，形成了雙元金融體

系。地下金融不僅不付稅，也讓政府的貨幣政策面臨威脅。再次，由於金融體系

管制嚴格，故即使中小企業的競爭力較國營企業強，銀行也較不願意貸款給中小

企業，形成了效率低落的金融配置（薛健吾，2007：70）。最後，因為台灣人的

儲蓄率極高（劉揚銘，2004：55），又由於金融政策保守，銀行的放款量始終無

法提升。 

而在國外壓力方面，美方的壓力以及國際自由化的風潮帶來了台灣利率管制

以及關稅的解除。 

 1990 年代的民營銀行開放設立，確定金融機構的競爭時代來臨。然而政府

針對金融自由化，卻無力也無法審慎監督。台灣的銀行家數從 1989 年的 23 家商

業銀行，到 1990 年代增加到 54 家。大量開放銀行導致銀行競爭激烈，迫使銀行

捧著資金到處求企業借貸，也使得銀行的授信傾向大膽、甘冒高風險。因此，當

台灣景氣稍有下滑，這些貸款很容易成為壞帳，導致銀行的逾期放款比率節節升

高（林文斌，2008：114）。35其中，又以基層金融機構的情況最為嚴重。1990 年

代以來，台灣發生一連串基層金融機構危機。自 1994 年底發生豐原農會擠兌事

件起，6 年內總共發生 74 件金融擠兌風波，基層金融機構的逾放比更超過 10%

（林寶安，2002：8）。 

 

 [圖 2-1，1995-2001 台灣金融機構逾放比率置於下頁] 

 

                                                       
35 如 1999 年爆發的台鳳超貸案，當時中興銀行的逾放比已經超越標準，到 2002 年時更高達

68.72%,，實質上早已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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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995-2001 台灣金融機構逾放比率 

資料來源：財政部金融局（http://www.go.net.tw/demo/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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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在 1997 亞洲金融風暴時雖然受創較小，然而經過 1990 年代管制不足的

金融自由化，台灣銀行內部不良放款的情形相當嚴重。銀行對有財務危機企業的

放款，除了會增加銀行呆帳，還會使銀行有大量的虧損，進而帶來國內銀行體系

的紊亂。進入 21 世紀時，台灣的金融體系也正面臨嚴峻的挑戰。1998 年經歷亞

洲金融風暴時，台灣多數銀行的信用評等皆被惠譽國際信用評等公司（Fitch 

Ratings）調降，金融風暴後也並未好轉，不論是老銀行如華南銀行、彰化銀行、

第一銀行、合作金庫或是新銀行如遠東商銀、玉山銀行、中國信託等金融機構的

評比，在金融風暴後期評等都未見起色。2001 年年初，國際重要智庫野村總合

研究所指出，台灣正經歷小型的亞洲金融風暴（華英惠，2001）。本土性金融風

暴正在侵襲台灣金融體系，同時台灣也剛才完成 1949 年以來第一次的政權轉移。 

 

第二節 民進黨時期的金融改革 

 

 民進黨的金融改革分為兩個時期：2000~2002 年的一次金改，與 2004~2006

年的二次金改。改革的內容與方向雖然有所不同，然而法案之間卻是環環相扣。

在金融改革政策制定的過程中，除了可以看到各個行為者之間的角力之外，更可

以看到行為者的能力與限制隨著制度環境的變遷，甚至是藉由創設環境（如法律）

使自己可以獲得更多的利益。因為兩次金改極具爭議，且有部分人是涉及法律審

理，現在上無對事件發展極具權威的敘述，我因此藉報章雜誌以及文獻，勾勒出

決策過程，藉以了解當時決策機制與制度環境中行為者的互動。 

 

 [表 2-1 民進黨政府 2000-2008 金融改革進程事件表置於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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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1、民進黨政府 2000-2008 金融改革進程事件表 

時間 政策 行政院

長 
財政部

長 
金管會

主委 
2000/6 行政院副院長游錫堃組成行政

院基層金融改革專案小組。 
唐飛 許嘉棟  

2000/11 立法院通過金融機構合併法 張俊雄 顏慶章 
2001/6 立法院通過金融六法（金融控股

公司法、營業稅法部分條文修正

案、存款保險條例修正案、票券

金融管理法）。 

張俊雄 顏慶章 

2002/4 行政院副院長林信義組成行政

院金融改革專案小組。 
游錫堃 李庸三 

2002/8 陳水扁總統提出「二五八金改計

畫」，由 2000 年至二五八計畫的

改革通稱為「一次金改」。 

游錫堃 李庸三 

2002/11 陳水扁總統宣布暫緩基層金融

改革，財政部長李庸三辭職，由

林全接任。 

游錫堃 林全 

2004/6 金融管理委員會人事底定，正式

運作，首任主委為龔照勝。 
游錫堃 林全 龔照勝 

2004/10 陳水扁總統提出二次金改四大

目標，並預計於 2006 年完成。

游錫堃 林全 龔照勝 

2006/4 行政院副院長蔡英文宣布二次

金改「煞車不停車」。 
蘇貞昌 呂桔誠 龔照勝 

2007/5 陳水扁總統宣布重啟二次金改 張俊雄 何志欽 胡勝正 

資料來源：薛健吾（2008：123），作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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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金改。2000 年，第一次的政黨輪替，是台灣民主化的一大進步，甫上

任的新政府卻得面對金融結構的重大危機。當時台灣的銀行業不僅出現過度金融

（overbanking）的現象，各項經營指標也呈現負向發展：資產報酬率 1997 年為

0.87%， 2001 降低到 0.4%；同時間淨值報酬率由 11.37%降低到 5.5%（于宗先、

王金利，2005：288）；逾放金額與逾放比更是節節升高（如前圖 2-1 所示，頁 30）。 

 面對這樣的情況，民進黨政府首先將目標設定在基層金融機構的改革，以及

打消金融機構壞帳、降低逾放比等。36然而在整頓基層金融時，不僅遭到來自民

間的強烈反對與質疑，在「金融重建基金」（Financial Restructuring Fund, 仿美國

稱法簡稱為 RTC）的規模與運作上，行政院也與立法院有一番艱困的纏鬥。 

 一次金改的重點在基層金融機構的改革。民進黨上任不到一週，財政部長許

嘉棟便提出要改革農會信用部，主因在於部分農漁會信用部的逾放比過高，甚至

高達 60%以上。陳水扁總統到了 2000 年年底才做出較明確指示。雖然已經為金

融改革的方向定調，但是財源卻始終是問題。如要成立全國農民銀行以及「金融

重建基金」，都需要有一定的資金挹注。然而當時政府的財政困難，這樣的做法

會成為很大的負擔。 

 2001 年 6 月，立法院臨時會三讀通過「金融重建基金設置及管理條例」，

成為政府強力介入體質不良基層金融機構的重要法源。條例點明了要優先處理基

層金融機構。37根據財政部的統計，到 2001 年第一季為止，基層金融機構的逾

放比率已高達百分之十七點一九，合計逾放金額超過二千一百億元。中央存款保

險公司董事長蔡進財曾說，許多金融機構每拖三天不處理，政府就要多虧一億元

（李莉珩，2001）。然而在處理過程中，免不了要有信用合作社與農漁會信用部

倒閉，問題基層金融機構又往往與地方派系勢力結合，部分金融界人士擔憂重建

基金實地清理時，可能會發生無法控制的意外。 
                                                       
36 雖然一次金改的主要目標是放在基層金融改革與 RTC 的建立，然而金融改革首先通過的法案

是於 2001 年六月底相繼通過金融機構合併法（俗稱金控法）與金融六法，開啟金融機構併購的

風潮（蔡沛恆，2001）。 
37法案明訂，金融重建基金以處理基層金融機構為優先，適用對象包括淨值為負數者、無能力支

付債務者，以及財務狀況顯著惡化，經主管機關認定無法繼續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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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年 9 月，金融重建基金按原訂計畫接管了 35 家基層金融機構，換上行

庫招牌。為避免抗拒接管，行政院與財政部、檢警調首長會商達成「完全接管、

逮捕不法」的強硬對策，並確定承接任用 30%的員工，70%由農委會輔導新工作，

至於 29 家農漁會失去信用部，將由政府編列預算貼補農漁會發展。這是第一批

的接管行動。38地方金融機構的員工一如預期，出現強烈反彈，認為中央並未與

員工做出溝通，而是強力接管，不僅使員工對於未來感到茫然，同時也會產生其

他弊端。 

 其中最重要的是，農會對農民的意義，並不是政府想像的單純讓銀行來接收

就可以取代了。農漁民和農漁會之間的互動依附程度，有如唇齒相依。對農民來

說，除了農地，根本沒有資產可以借錢，銀行也從來不接受農民的土地，認為沒

有抵押價值。農漁民借貸無門、原屬會員公有的農漁會財產被沒收，原有福利也

不見了。農產業銷班面臨解體；農漁產品共同運銷無法正常供應給消費大眾；農

漁村文化福利事務、婦女家政班等形同瓦解。這些在在影響基層民眾的生活，也

是農漁民反對的最大原因。 

 財政部的改革腳步並未因基層的反彈而減緩，甚至有加快的趨勢。陳水扁總

統於 2002 年 8 月宣示展開「二五八金改計畫」39，更讓財政部決心徹底整頓基

層的不良債權。同年 9 月，財政部隨即發文各縣市政府，要針對全省鄉鎮市農漁

會信用部，按逾放比率，強制分級整頓。40然而這樣的做法彷彿是壓倒駱駝的最

後一根稻草，農漁民認為財政部的舉動是要消滅農漁會，並開始做出較激烈的反

抗行動。農漁民陸續向立法院陳情（李惟平，2002）、縣市政府陳情（聯合晚報，

2002/10/29，2 版），並向在野的國民黨求助，希望國民黨能站在農漁民這邊（胡

若梅，2002）。 
                                                       
38 承受 35 家基層金融的十家行庫，包括台銀、土銀、合庫、農銀、一銀、彰銀、華銀、世華、

陽信及誠泰銀行。詳細情形見表 2-3。 
39 即在二年內逐步把整體金融機構的逾放比降至 5%以下，同時把資本適足比率提升至 8%以上

的 BIS 國際標準，以強化金融體質。 
40 按財政部分級制，逾放比率百分之十至十五，列為第一級；百分之十五至廿五列為第二級；

廿五以上列為第三級，第一級屬安全級，不限制存放款，列為第二級，限制放款及非會員存款，

第三級面臨被接管命運（聯合報，2002/9/15，1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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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一開始立場相當堅定。行政院獲得總統的全力支持，41對於延後基層金

融分級管理執行時間表，堅不讓步。總統陳水扁在 2002 年的 11 月中接見南部民

進黨五縣市長後，出現戲劇性轉變。晚間行政院舉行臨時記者會，宣布即刻起，

暫緩實施農漁會信用部分級管理措施，恢復過去的專案輔導機制。雖然行政院一

再強調對農漁會信用部分級管理的政策立場並沒有改變，然而政策出爾反爾，已

經重創了政府形象。惠譽金融機構評等分析師表示，由此可見政府執行金改的決

心不夠堅強，遇到政治阻力，就無法繼續執行既有政策。未來政府處理問題銀行，

勢必遇到更多壓力，這也使該公司對於金融改革的結果存疑（李淑慧，2002）。

政府的舉動也並未撫平民眾的怒氣，農漁民依舊照原訂計畫舉行「一一二三與農

共生」全國農漁民自救大遊行；另一方面，被迫中止重整基層金融機構的財政部

長李庸三，也在農漁民遊行後以健康因素為由堅持請辭。 

 雖然基層金融改革計畫中止，但是行政院按照原訂計畫，將基層金融機構主

管機關改為農委會，將農業金融管理機關一元化。可是這樣的做法卻引起爭議，

因為，所有農業金融體系的監理、輔導，一律由農委會負責，即使日後金融監督

管理委員會成立，監理範圍也不包括農業金庫或其下的農漁會信用部。42經過多

方討論之後，全國農業金庫於 2005 年設立，確立我國農業金融體系為二級制，

上層以全國農業金庫為主體，下層以各農漁會信用部為主體。農業金庫的業務主

要在農、漁會信用部，負有收受轉存款、資金融通、輔導、財務及業務查核、盈

餘提撥相互支援資金等方面，並將發揮加強農業資金運用效能、提升信用部經營

效率、提高信用部授信品質，以及穩定農業金融秩序等功能。而隨著金融重建基

金於 2005 年退場，要求成立農業資產管理公司（AMC）的聲音也開始出現。但

民進黨政府下台為止，農業資產管理公司一直處於討論但未實施的狀態，基層金

                                                       
41 陳水扁總統在 2002/9/24 的民進黨中常會中重申，農漁會基層金融改革勢在必行。農漁會逾放

問題如果多拖一年，全民就要多負擔 100 億元的社會成本，因此，改革不能再有任何猶豫或退縮，

必須去蕪存菁，淘汰體質不健全或弊端叢生者（鄭秋霜，2002）。 
42 行政院之所以將農業金融體系區隔開來的理由在於農業金融有其特殊性，例如有農民以收成

的榖物做抵押、融通，但從一般金融角度看，這種借貸行為很難成立。因此，農業金融需要更大

的彈性，服務農民所需。當時的金融局長曾國烈並說，農業金庫銀行的主要職責雖是調度農漁會

信用部資金，但也能做一般銀行的業務（李惟平、羅曉荷，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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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機構的不良債權處理仍主要由金融重建基金負責。43 

 

 [表 2-2 金融重建基金處理基層金融機構情形置於下頁] 

 

 

 

 

 

 

 

 

 

 

 

 

 

 

 

 

 

 

 

 

                                                       
43 民進黨雖有於 2005 年底由行政院長謝長廷開出支票，允諾加速推動農業資產管理公司，使農

漁會信用部一年內逾放比再降 5 個百分點（經濟日報，2005/12/30）；但這項政策之後並未加以

討論與付諸實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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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2、金融重建基金處理基層金融機構情形 

讓與基準日 讓出信用部之農(漁)會 處理方式 承受銀行 

2001/9/1 
台北市松山區農會 

洽特定對象承

受 
世華聯合商業銀行

 

 

 

 

 

 

 

 

 

 

2001/9/15 

台灣省農會  
屏東縣新園鄉農會  

屏東縣農會 

洽特定對象承

受 
台灣銀行 

桃園縣觀音鄉農會  
新竹縣新豐鄉農會  
高雄市小港區農會  
屏東縣佳冬鄉農會  
屏東縣竹田鄉農會 

洽特定對象承

受 
華南商業銀行 

福建省金門縣農會  
台中縣豐原市農會  

屏東縣枋寮地區農會  
屏東縣高樹鄉農會 

洽特定對象承

受 
台灣土地銀行 

彰化縣芳苑鄉農會  
彰化縣芬園鄉農會  
彰化縣埔鹽鄉農會  

屏東縣車城地區農會  
屏東縣林邊鄉農會 

洽特定對象承

受 
彰化商業銀行 

台南縣七股鄉農會  
台南縣楠西鄉農會  

屏東縣萬巒地區農會  
高雄縣梓官區漁會  
屏東縣長治鄉農會 

洽特定對象承

受 
第一商業銀行 

屏東縣枋寮區漁會  
屏東縣萬丹鄉農會  
高雄縣內門鄉農會  
高雄縣六龜鄉農會  
高雄縣鳥松鄉農會 

洽特定對象承

受 
中國農民銀行 

屏東縣屏東市農會 
洽特定對象承

受 
世華聯合商業銀行

台中市第一信用合作社  
台中市第五信用合作社  
台中市第九信用合作社  

台中市第十一信用合作社 

洽特定對象承

受 
合作金庫銀行 



 
 

41 
 

彰化縣員林信用合作社  
屏東市第二信用合作社 

洽特定對象承

受 
陽信商業銀行 

高雄縣岡山信用合作社 
洽特定對象承

受 
誠泰商業銀行 

2002/7/27 台中縣神岡鄉農會  
彰化縣彰化市農會  
雲林縣林內鄉農會 

洽特定對象承

受 
合作金庫銀行 

 彰化縣福興鄉農會  
台南縣南化鄉農會  
高雄縣大樹鄉農會  
屏東縣潮州鎮農會 

洽特定對象承

受 
台灣土地銀行 

2002/8/24 台南巿第五信用合作社 公開標售 陽信商業銀行 

資料來源：中央存款保險公司金融重建基金網站：

http://www.cdic.gov.tw/ct.asp?xItem=844&ctNode=220 

 

 

 

 

 

 

 

 

 

 

 

 

 

 

 



 
 

42 
 

一次金改的另一個要項是金融重建基金的成立與運用。2001 年 6 月，立法

院臨時會三讀通過「金融重建基金設置及管理條例」，成為政府強力介入體質不

良之基層金融機構取得的法源。政府初步以四年為目標，配合金融營業稅及中央

存保公司 10 年保費，共計籌措 1400 億元成立金，以概括承受財務狀況惡化及經

營不善金融機構。金融重建基金設置以三年為限，經立法院同意後得延長一年。

（陳素玲，2001）。44然而在一年後，金融重建基金便幾乎耗盡。45這使得財政

部必須提出金融重建基金修正案，而金額高達新台幣一兆零五百億元。這項處理

方案極有爭議：在政府極度財政困窘的情況下，已經花費了 1400 億元，再花費

如此鉅資是否有必要？收購不良債權固然可以降低逾放比率，但如果經濟的基本

面及金融制度的根本問題沒有解決，收購之後，不良債權死灰復燃，又可能再次

造成危機。另外，執行收購的過程中，政府要如何防範弊端？ 

 立法院中的國親聯盟對於金融重建基金的運作及架構不透明感到不滿，認為

資產重估、償付標準、監督機制和後續配套等，都沒有明確規範。而不僅在野黨

與輿論對金融重建基金修正案有疑慮，民進黨黨內也不乏懷疑之士。46易言之，

行政部門與立法部門討論重建基金的差異點不在於金額的多寡，而是在於「如何

評估出需要如此龐大的金額？如何運用？」。47 

 另一方面，政治考量所在多有。首先，若是金融重建基金大舉挹注，則獲利

的不僅是被接管的基層金融機構，負責接管的銀行也不需要再投入大量資金重

                                                       
44 第一屆的金融重建基金管理委員會主委由行政院副院長賴英照兼任。財政部長顏慶章為副主

任委員，其他成員包括中央銀行總裁、行政院主計長、農委會主委等。 
45重建基金 1,400 億元的規模，扣掉整頓 36 家基層金融花了近 800 億元，加上重建基金已決議納

入處理對象的中興銀、高雄企銀，1,400 億元的資金便幾乎用罄，但還有不少經營有困難的基層

金融及金融機構待解決（邱金蘭，2002）。 
46 2003 年年初 RTC 的修正案送到立法院財委會進行初審，然而時任財委會輪值召委的民進黨立

委朱星羽卻未將此案排入議程，原因是「排了也不會過」，他本人也不支持這個議案（經濟日報，

2003/1/14）。 
47 以修正案中極具爭議性的非存款債權是否應賠償為例，財政部方面認為全額保障銀行存款人

及其他債權人（即非存款債權），這裏面當然包括了保額外存款，銀行可轉讓提存單等，目的在

穩定金融機構的負債面，避免資金大量流出，產生系統性危機，爭取金融重建時間。然而國親聯

盟的立委如殷乃平、劉憶如等則認為財政部若覺得 RTC 不夠，可以編列特別預算來支應基金不

足，儘快處理有問題銀行的不良債權，不需要大舉花費並概括理賠，以免耗盡納稅人的荷包（張

志榮，2003；張運祥、宮能慧，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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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這樣的做法有利於執政的民進黨籠絡在銀行背後的財團，這不是泛藍聯盟所

樂見的情況。其次，總統選舉又將屆（2003 年底～2004），泛藍陣營不希望民

進黨會在此獲得政治利益。如此一來，泛藍聯盟理智的做法是先擱置這些法案，

等想要重掌行政權後，再對金融改革的資源做出有利於自己分配。 

 一些有銀行的財團雖樂見金融重建基金修正案通過，但也有另一股金融勢力

企圖干預、阻礙政府的資金挹注與強力接管動作。財政部官員或是各黨立委，都

曾私下表示金融重建基金一定有信合社或銀行力量介入，才會造成立法院在該法

案的制定上呈現兩極對立的狀態。尤其接近選舉期間，金融重建基金修正案一通

過，兩個月內，體質不良的金融機構便會立刻受到監管、接管，人頭馬上曝光、

被查帳，這對長期以人脈關係網絡運作的農漁會、信用合作社的借貸體系不利，

也傷害了把持基層金融機構的地方派系，進而衝擊到地方的選情（李恆宇、邱金

蘭，2005）。 

 最後，歷時三年，也破紀錄地歷經 18 次立院朝野協商的金融重建基金修正

案，終於在立法院 2005 年 5 月 31 日三讀通過。重建基金可運用總額以新台幣

1100 億元為上限，且在基金預算動支前，應事先以書面通知立法院。在爭議最

大的非存款債務賠付問題上，該修正條例也明文規定，「主管機關或農業金融中

央主管機關處理經營不善金融機構時，該金融機構非存款債務不予賠付。惟該經

營不善金融機構在本條例修正施行前已發生之非存款債務，基於法律不溯及既往

及信賴保護原則，仍受保障。」該條例修正實施後所增加財源之 20％應專款作

為賠付農、漁會信用部使用，不受基金設置期間之限制，該項專款應專戶儲存，

其運用及管理辦法由行政院定之。48 

 雖然金融重建基金的正式運作較預期來的晚，然而自 2001 年以來，一次金

改強力整頓地方金融機構以及金融重建基金的介入，都對基層金融機構的體質確

                                                       
48 重建基金原本初估規模將擴增 1250 億元，但由立法院長王金平主持朝野協商時，國民黨團原

本主張基金上限為 800 億元，但親民黨協商代表劉憶如強烈反對，經過一番討價還價，在劉憶如

的堅持下，朝野才同意基金上限為 1100 億元（聯合報，2005/5/31，A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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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起了改善的作用。台灣各地的信用合作社的逾放比都遠小於一次金改前的數字

（參考前圖 2-1，頁 33 與下表 2-3 的對比）。 

 

[表 2-3 信用合作社逾放比置於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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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3、信用合作社逾放比（2003-2008）                      單位：% 

年度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2003  10.18 9.74 8.11 
2004 7.85 6.85 7.01 4.16 
2005 3.57 2.94 2.84 2.09 
2006 2.18 1.98 1.98 1.55 
2007 1.55 1.41 1.46 1.29 
2008 1.51 1.44 1.44 1.24 

資料來源：金融管理委員會網站 http://www.fscey.gov.tw/  斜線部分為無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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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金改。二次金改有兩個重點：金融監理機制的成立與運作，以及金融機

構的整併。成立金融監理委員會的擬議，由來已久。早在 1994 年 4 月，鑒於金

融監理一元化已成為國際間金融管理的主流，行政院乃指示財政部及中央銀行儘

速規劃具體方案。同年 11 月 29 日財政部及央行聯銜函報行政院，建議在財政部

成立金監會，但行政院認為層級過低，新機構的設置方案因而數度更易。1999

年 5 月 20 日，當時的行政院長蕭萬長終於正式宣布，政府將於 2000 年 1 月 1

日成立部會層級的金融監理委員會。但這張支票後來因為國民黨於該年輸掉總統

選舉，並未兌現。 

 民進黨上台後仍持續這項政策。2001 年行政院在推動金控法時，行政院長

張俊雄為了表達貫徹金檢一元化的決心，宣布要將金融控股公司法與金融監理委

員會設置條例兩項草案，綁在一起立法（林瑞陽，2001）。然而這個做法不僅財

政部的官員反對，民進黨立院黨團也不支持。49在這樣的環境下，2001 年 6 月立

法院加開臨時院會審議金融六法，金監會組織法草案未能完成三讀。50而對於金

控公司成立之後的監理機制應如何運作，財政部官員表示，由中央銀行採行專案

檢查及持續場外監控，重新評估金融機構董事會或高階管理階層決策資訊，並繼

續蒐集國內外相關資訊，作為監理大型金融集團的參考，央行並就監理大型金融

機構訂定規範。51加上財政部金融局、保險司及證期會組成的金融監理協調委員

會，可以處理跨單位的問題。因此政府在金監會尚未成立前，仍暫可解決金控公

司的監理問題 

 金控法對於金控成立的規定並不嚴格，最低資本額只要兩百億元。財政部只

                                                       
49 財政部之所以不支持金監法過關，原因在於此案會分割財政部管轄的銀行局、證管會、保險

局等金檢單位，故表示金控法與金監法可以脫鉤，不必綁在一起（林文斌，2008：119）。 
50  
51央行對大型金融機構採取六大監理措施包括：一、依據「金融檢查資訊系統」產生的金融機構

綜合評等資料，訂定例行檢查計畫；二、依據金融機構經營動態資料，加強辦理專案檢查；三、

檢查作業是以風險管理為導向，特別著重查核金融機構董監事功能，督促金融機構加強授信等風

險管理及健全內部控制制度。四、透過金融機構陳報資料，強化報表稽核；五、加強審核金融機

構董監事會議紀錄及內部稽核報告；六、要求金融機構對企業集團授信，應綜合評估其財務營運

狀況及資金需求。財政部認為，在上述監理原則下，主管機關應可有效監督金股公司經營狀況（李

淑慧，2001）。另外，銀行法、保險法等仍會持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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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形式審查，在一個月內就通過四家金控成立，一年內台灣就出現十四家金控公

司。然而金監法尚未通過，各個不同金融監理單位的法令規章與行事又各有不

同，不僅亦使監管產生灰色地帶，金融業者也無所適從。52雖然對於金監法的需

求已是迫在眉睫，然而對於法案的內容，朝野始終無法達成共識，例如委員是否

為政黨比例制、是否須經立法院同意等。加上金融監理委員會成立後，將負責全

國銀行、保險、證券、期貨業的檢查，而且不需要檢調單位配合，總攬金融機構

的檢查權。主委的位階等同行政院副院長，位高權重，因此人選的考量也成為了

立法議題。，因此雖然立法院在通過金融六法時決議金監會組織法草案應於 2001

年 10 月 31 日前完成立法，但其後兩年仍未通過。 

2003 年 7 月，朝野達成共識，終於通過金監法。金管會設九名委員，包括

一名主任委員、兩名副主任委員，由行政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一任四年。同黨籍

委員不得超過委員總額三分之一。委員的產生由行政院長提請總統任命即可，不

需立法院同意。新設的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主管銀行、證券、期貨、保險、金

融重建基金與農漁會信用部等金融市場及金融服務業的監督、管理、檢查業務。

新設的金融監理制度設計有幾項特色，包括組織功能獨立、制度運作透明化、賦

予調查權職、以及成立金融監督管理基金，充實金融監理經費，提高金融監理效

能。 

 金管會在法規設定上雖然是獨立的，然而在實際運作上，則免不了政黨角

力，也免不了政治酬庸等問題。金管會於 2004 年成立，至 2006 年時已有龔照勝

（主委，2004-2006）、李進誠（金檢局長，2004-2006）與林忠正（委員，2005-2006）

等三人捲入弊案下台。以第一屆金管會主委龔照勝為例，雖然龔出身外商銀行，

長達 15 年的外商投資銀行與商人銀行經驗，卻免不了被批評是一項政治酬庸。

甚至有業者表示，因為除了「綠」之外，看不出龔照勝有勝任金管會主委的理由

                                                       
52 如國華人壽增資案，就曾發生保險司基於保險監理立場要求其增資，證期會卻基於公開發行

公司管理立場，不同意增資案的矛盾現象。在開放信託業者辦理代客操作業務及募集共同信託基

金業務等問題上，證期會與金融局也曾出現歧見（宋宗信、傅沁怡、邱金蘭，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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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英、羅兩莎、鄒秀明，2004）。53龔照勝在任內就與行政院發生衝突。龔

因台糖董事長任內涉三起弊案，被約談後諭令交保後辭呈遲未送出，引發當時的

行政院長蘇貞昌不滿，逕予移付懲戒。然而龔照勝卻以任期四年保障為由堅持做

完任期，最後行政院以公務人員服務法直接將龔解職。 

 除此之外，金管會的職員與委員有些不適任舉動，也讓人質疑金管會的獨立

性與專業性帶來質疑。2005 年 6 月，甫上任的金管會檢查局長李進誠就涉入當

時喧騰政壇的股市「禿鷹案」，放內線消息給友人。最後，法官認定李進誠有內

線交易之實，依貪污治罪條例中的圖利與洩密兩罪，重判李進誠合併執刑十年、

褫奪公權五年。542006 年 10 月，民進黨籍金管會委員林忠正涉嫌為特定金融業

者護航，並向證券期貨局、檢查局關說，收受業者賄賂。法官因此認定林忠正為

開發金控集團等業者護航，並洩露金檢查核報告等秘密給業者，嚴重敗壞官箴，

犯後毫無悔意，因此判他十六年重刑，賄款一百八十七萬餘元追繳沒收。而金管

會也曾放寬金融子公司投資上限及金控轉投資改為自動核准制，卻又在一年後因

為遭金控公司濫用，停止這兩項變更，專業性難以讓人肯定（經濟日報，

2006/9/22）。 

金融行庫與官股銀行的整併則是二次金改的另一個重點，也同時是民進黨政

商關係風波爭議不斷的來源。金控法通過後，在 2002 年一年的銀行合併案，就

包括國泰金控合併了世華銀、富邦金控吃下台北銀、華信銀行與建弘證券合併為

建華金控等，帶動一波金控合併潮。金控熱潮取代了銀行合併成為新一波的潮

流。推動金控公司制度雖是金融改革重要一環，卻無法解決家數過多問題。在金

控成立的風潮解決整體金融體系問題的成效出現之前，金控股票已經瞬間成為當

時市場上的搶手貨。55 

                                                       
53 但也有部分金控主管，包括國泰金控策略長李長庚則肯定這項人事，認為，雖然龔照勝不在

大家原先預期的主委名單中，但龔照勝出身外資圈，對投資市場相當熟悉，而且對金融業發展很

有熱情，對金融業未來發展也很有想法（聯合報，2004/6/22）。 
54 此案牽連甚廣，甚至連民進黨大老，時任證交所董事長吳乃仁也被捲進禿鷹案風波。 
55 在金控紛紛成立後，外資極為看好。根據統計，2003 年元月買超最多的 10 檔個股中，金融股

占了三檔，分別為台新金控、國泰金控與兆豐金控，都是當時市占率較高的金控（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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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年 10 月，陳水扁總統召開總統經濟顧問小組會議後，宣示第二階段金

改目標，希望以鼓勵合併與引進外資的方式，在 2005 年底將公股金融機構從 12

家減為六家，2006 年底以前將國內 14 家金控家數減半為七家，並將設法促成至

少一家金融機構由外資機構經營或在國外上市（謝偉姝、林淑媛，2004）。這樣

的做法引起國內金融產業界一片譁然：14 個月後公股金融機構要整併掉一半，

這是一個浩大的工程，除了要股東會通過之外，還要涉及整併後組織再造的規劃

與員工爭議的解決。再者，公股金融機構業務重複程度很高，若要達成合併綜效

（水平整合），免不了要裁併相當多單位與人員，然而這些協調處置，是否有可

能在 14 個月完成？此外，這個時間表究竟是怎麼訂出來的，官員與業界都無法

說出一個道理。56 

 諸多問題在執行中暴露了出來，以打頭陣的公股金融機構民營化來說，急著

處分官股，在一定要達成設定的目標的限制下，是否能賣到好價格？當供給急遽

增加，而需求未同幅度提高時，將會造成股價重挫或賣不出去的窘境。倘若低價

出售官股，是否有思考對全民權益的影響？公股金融機構民營化就在這些問題都

在尚未被解決的情況下，被強力的推行。以被大力推動民營化的台灣中小企銀為

例，中信金、兆豐金及富邦金等多家大型金控公司均表達參與投標意願，然而中

間許多紛爭卻導致台企銀的股權標售流標。而其中最大的爭執點就在於勞資協商

談不攏，台企銀員工對於民營化強烈反彈，甚至擴大抗爭、走上街頭、罷工（經

濟日報，2005/8/11）。而財政部除了因為自身沒有與工會做好協調而受到批評外，

併購政策本身也受到相當大的爭議。財政部不透露投標細節，業界卻又傳聞不

斷，台企銀與投標者股價一路跌落，致使財政部逐漸喪失與投標者的議價籌碼；

加上台企銀工會在協商中不斷要求更多的權益保障，增加投資者的成本，致使財

政部很難再與有興趣標下來的買方談下去（賴昭穎，2005）。而在彰化銀行的例

                                                                                                                                                           
2003/2/7）。 
56 當總統府宣布總統經濟顧問小組結論後，金管會副主委張秀蓮在面對記者的提問時，亦質疑

該時程表的出現（林淑媛，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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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中，其股權已被台新金高價吃下近四分之一，而彰銀工會也不甘示弱，發動收

購委託書，準備推翻台新金的持續增資行為，不願彰化銀行被財團私有化（聯合

報，2005/9/11，A2 版）。這些現象顯示政府推動二次金改既未獲得社會共識，

亦疏於員工的溝通，執行上操之過急，不僅減低了金融機構的價值，也帶來了金

融體系的不安。 

 

 [表 2-4，2005 年官股銀行減半進展概況置於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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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005 年官股銀行減半進展概況 

時間 事件 符合 10%市占

率 
2005/3/15 寶來證券集團入主僑銀  
2005/8/6 台開信託信用部為日盛商銀收購  
2005/9/9 台灣中小企銀標售失敗  
2005/9/23 台新金特別股入主彰化銀行 符合 
2005/11/9 合作金庫銀行與農民銀行合併 符合 
2005/11/17 台灣銀行與中央信託局合併（核定） 符合 
2005/12/16 兆豐金控宣布以 9 元為上限收購台企銀股

票 
符合 

在 2005 年底之前民進黨政府完成官股減半的目標，存續的金融機構有： 
台灣銀行、土地銀行、兆豐金控、華南金控、第一金控 

資料來源：李桐豪，2006：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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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了公營行庫工會之外，金控也是財政部的棘手問題。陳水扁總統於 2007

年 5 月 23 日宣布重啟二次金改後，金融機構整併又重上政治檯面。57然而這時

金控的實力已遠非財政部所能掌握。以開發金股權爭奪戰為例，財政部，擬與中

信集團重新談判，希望透過談判施壓，讓中信集團接受財部維持現狀，及雙方均

不過半的規劃。但中信集團方面不願接受，因此迴避與財部協商，準備等待財部

提出更有利的條件再重回談判桌。最後公股掌握股數明顯不如民股，因政府無法

有效處理中信辜家大股東適格性、公司治理等爭議，辜家勝券在握，行政院於

2006 年討論公股金融機構民營化時所訂下的公股退出遊戲規則，也在與辜家的

股權爭奪中面臨兩難（夏淑賢、邱金蘭，2007）。58最後，在開發金董監席次的

爭戰上，公股不僅未拿到三分之一以上的制衡席次，還因官民兩派直接對壘，反

讓其他民股靠攏中信，使辜家掌握三分之二席次的絕對優勢，造成公股的發言分

量大降。 

 在開發金的例子中，除了看到政府無法掌握金控外，同時也看到總統府的干

預及金管會的監理失靈。59由於金管會隸屬行政院，而重大財經政策都須經過行

政院副院長這一關才定案，故行政院對金管會的行政影響力相當大。以 2006 年

兆豐金控的改選以及開發金的改選來看，可以看得出來金管會對前者做嚴格審

查，而後者雖有大股東適格性等問題，金管會的處理卻不積極（聯合報，

2007/6/28，A2 版）。此外，在二次金改後，吳（新光、台新）、辜（中信、開發）、

蔡（富邦、國泰）三大家族掌控了六大金控公司，這樣的壟斷做法讓二次金改被

外界解讀為國內「吳辜蔡花」（吳家、辜家、蔡家與花旗）所量身訂做（葉憶如，

2007）。這樣的結果除了凸顯出金管會的獨立性再次受到質疑之外，金融改革政

                                                       
57 二次金改原本已經喊停，但陳水扁總統 2007 年 5 月的一場金融業務研討會上卻強調，雖然二

次金改推動上有許多需要檢討與改進地方，但是二次金改設定的目標絕對是正確的，未來有必要

持續下去（聯合晚報，2007/5/23）。 
58 財政部在與中信集團對抗中節節失利，立委大表不滿。立委賴士葆就表示，中信辜家同一人

及同一關係人持股不是沒有到 15%，為何開發金最後還是要送給中信？二次金改的結果，就是

送公營行庫給財團？他並嚴詞批評金管會連紙老虎都不是，是紙貓（經濟日報，2007/6/14）。 
59 在開發金股權爭奪中，辜仲瑩與當時的公股董事長林誠一交好，而林誠一又與總統府關係良

好，故順利取得總統府和行政院方面的支持（聯合報，2007/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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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本身的政治性質也逐漸加深，已經是帶有政商聯盟的策略手段。而在大力推行

合併與民營化政策之後，銀行本身的體質的評等在短期間維持穩定的狀態，雖沒

有更進一步衰退，但也沒有進步。 

 

[表 2-5 行庫合併及官股銀行民營化後的銀行個別評等置於下頁] 

 

 

 

 

 

 

 

 

 

 

 

 

 

 

 

 

 

 

 

 



 
 

54 
 

表 2-5、行庫合併及官股銀行民營化後的銀行個別評等（2001-2008） 

銀行名稱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國泰世華銀行（合併世

華銀，2002） 
C  C  C B/C  B/C

台北富邦銀行（合併北

銀，2002） 
C  C  C  B/C B/C

日盛商銀（併台開信用

部，2005） 
D/E D/E D/E D/E D/E D/E D D/E

合作金庫（合併農民銀

行，2005） 
D/E E E  D/E D/E D C/D

彰化銀行（台新金入主

特別股，2005） 
D/E E E D/E D/E D C/D C/D

資料來源：Fitch Ratings http://www.fitchratings.com.tw/zh-tw/ （斜線處為無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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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結。總結來說，民進黨時期的金融改革有幾個特色：首先，總統是金融改

革決策過程中最關鍵的人物。總統的決定，可以影響到一個政策的實行與否，足

以證明雖然在憲政制度設計上有所侷限，總統仍可以政治實力主導政策的走向。

也因此，總統主導了金融改革的方向，也藉此建立起自己的政商網絡。過程屢屢

引起爭議，但也足以看出總統的意圖與極大的行政權力。 

 其次，財團的政治影響力變大。二次金改是財團可以進入金融決策過程的重

要關鍵，主因在於二次金改是政府的政策工具之一，用以籠絡財團，重新建立自

己的政商關係。這一點與國民黨時期的狀況是相同的。不同的是，國民黨自身就

是「政」與「商」的綜合體（黃宗昊，2004：56-57），但是民進黨必須重新架構，

所以必須投入的資源也較國民黨多，也因此讓籠絡目標─財團有較大的政策影響

空間。 

 此外，政策制定過程的延宕，源於不同的考量。除了藍綠陣營本身意識型態

的差異之外，對於法案專業的考量，以及出於政治目的的考量（如勝選機會）。

易言之，當政府將金融改革視為資源分配的工具時，在野黨也會利用政策制定過

程做為工具，以爭取對自己較有利的資源分配方式。 

 最後，從地方派系在金融改革中幾乎不具影響力的情況來看，可以知道民進

黨政府雖然跟國民黨一樣是將金融改革作為資源分配的手段，但是籠絡的對象不

包括地方派系。金融改革不僅未能使地方派系受益，甚至因為一次金改拔掉了地

方派系的金庫，而使地方派系更加衰微。 

 

第三節 台灣「再管制」金融改革的政治分析 

 

 以上兩節顯示出台灣以往的政治經濟環境塑造出一個政府主導的金融體

系，在經歷了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後，政府\沒有做出適當的管制，導致金

融危機，而必須進行再管制。金融改革之中，政策制定的過程非常政治化。本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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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Oliver Williamson 的四層次理論分析金融改革的政治決策過程之，制度環境對

行為者的互動與其能力變化的影響。  

社會鑲嵌。台灣的社會鑲嵌因素最重要的就是政黨體系。之所以如此是因為

台灣的政黨體系定會呈現兩極對抗的狀態，不僅因為選舉，也因為台灣的政治歷

史背景，塑造出政黨體系藍綠兩極對立的狀態。杜瓦傑定律（Duverger’s law）

認為，一國的政治之所以會形成兩黨體制的原因在於採取單一選區絕對多數決的

選制。反之，使用比例代表制的國家就較容易出現多黨制的情況（Duverger，

1972：22）。台灣由於歷史因素形成了兩陣營對立的政黨體系，加上的立委選制

於 2008 年改為單一選區兩票制，更加強了原本的藍綠對抗情況。 

 兩極對立反映在金融改革政策制定過程中，就是當時國會中的政黨對抗。在

金融重建基金與金管會成立的過程中，我們可以觀察到政黨為了制度的細節寸土

必爭，更可以觀察到藍綠為了選舉考量以及日後的利益分配（如金管會的委員黨

及主委任命）而互鬥。更深一層來看，雙方在意識形態上無法退讓。藍綠對立也

反映在政治利益分配上。也就是說，執政的一方會利用各種政治資源給給扈從自

己的勢力作為酬庸。至於不支持自己的，或籠絡或阻礙其發展，以逼迫另一方的

扈從勢力轉向，或是斷絕其生路。民進黨上台，亟欲根除國民黨時期的政商關係

體系，建立自己的政商關係網絡，就帶有這樣「非友即敵」的政治意識。 

 朋黨資本主義在民進黨的金融改革中同樣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朋黨資本主義

的目的是藉由政商關係的建立，以達到執政者的政策目標。民進黨的金融改革目

標除了基於專業考量（如改造基層金融、提高金融產業競爭力等）之外，也時常

由政治的角度決定政策的走向。二次金改的金控合併、金控的家數等，都成為了

民進黨可以運作政商關係的籌碼。 

制度環境。台灣的憲政制度是半總統制。在此制度之下，行政權由總統和行

政院院長分享，因此黨政關係較為複雜。按 Duverger（1980）的說法，半總統制

具 有 以 下 三 項 特 質 ： (1) 共 和 國 的 總 統 由 普 選 產 生 ； (2) 總 統 擁 有 可 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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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able）權力；(3)除總統外，存在有內閣總理和各部會首長，他們擁有

行政權，且只要國會不表示反對，就可以繼續做下去。從這些特徵來看，半總統

制是總統與總理的「雙首長」行政領導（dual executive）結構。 

 在台灣，雙首長制的實踐情形與同樣實行雙首長制的法國或芬蘭有所不同。

60國民黨執政時期，以黨領政的機制包括：總統兼任黨主席，立於黨政關係金字

塔頂端、中常會為黨政的主要決策機制、在立法程序中，中央黨部之中央政策委

員會負有在黨部、行政機關與立法院三者之間的協調責任，是黨政之間各類法案

折衝協調的樞紐。整體而言，國民黨的黨政關係隨著黨內的民主化以及政治民主

化而有所變遷，但「以黨領政」的色彩仍相當濃厚（陳宏銘，2009：6-7）。 

 在民進黨執政時期，雖然總統的權力已不如以往，然而由於總統一任四年，

得連任一次，總統施行政策的考量便不一定在政策本身的專業性，而是依選舉考

量安置政策目標。如在一次金改整頓基層金融機構時，陳水扁由原本堅定支持改

革，到最後緊急剎車，就是最好的例子。61但是到了第二任時，因為沒有連任的

壓力，總統推動金融改革的動作就較為直接。如因為各種醜聞而中止的二次金

改，陳水扁在第二任任期後半仍堅持推動。 

 府院關係雖然受總統與行政院長的行事風格影響，但仍受憲政體制的規範。

總統雖有實權，但行政院長才是憲法下之最高行政首長。因此總統主要是以政治

實力進行優勢領導，而不是以體制上是最高行政首長來直接進行制度性的領導。

這也是為什麼民進黨執政八年中，總統與行政院院長一直處於相當微妙的關係，

唐飛、張俊雄、游錫堃、謝長廷、蘇貞昌五位行政院院長與總統的互動，根本上

受到政治實力的制約。然而，在總統、行政院長、內閣閣員中，只有總統具有直

接的民意代表基礎；加上總統可以單獨任命行政院院長無需立法院同意，擁有憲

法上授予的實權，因此雖然憲法本文明文規定「行政院為最高行政機關」，在行

                                                       
60 以芬蘭為例，由於內閣政府常由三個政黨以上組成大型聯合政府，主要政黨在內閣政府中另

設有黨團，其黨政關係之複雜可想而知，但因其運作屬於偏向總理優勢的半總統制，所以性質與

議會制有些相似。 
61 雖然總統府方面表示為何一次金改政策出現急轉彎不是為了選舉，然而對於詳細原因卻沒有

做出解釋（聯合報，2002/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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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實務上，行政院院長仍以執行總統政見之角色自居。 

在金融改革的制定過程中，府院關係的矛盾也屢見不鮮。例如在一次金改剎

車時，游錫堃原本大力推動改革，卻因總統府方面宣布停止改革，而必須停負起

政治責任（馬道容，2002）。此外，蘇貞昌內閣宣布停止的二次金改，卻由陳水

扁於隔年重新啟動，也彰顯著府院雙方想法上的差異。由於在憲政體制的設計

上，總統職位具有絕對優勢，故府院如有衝突，總統總是居於優勢，但這個優勢

是相對的，不是絕對的。 

此外，選舉時間所帶來的效果也值得注意。由於台灣的總統大選與立委選舉

的時間綁在一起，若可以同時贏得兩項選舉，則表示該政黨同時獲得行政權與立

法權，對於政策的影響力得以極大化。以金監法為例，由於牽涉到廣大的政治資

源分配，金監法遲至2003年中才成立。而金監法之所以得以通過，主要仍是因為

國民黨當時認為自己有絕對的勝算可以同時贏得行政權與立法權（林文斌，

2008：119）。由此可知，國會是否通過法案，除了與朝野對立的激烈程度相關

之外，也與政黨對於即將來臨的選舉的評估有關。 

治理機制。總統是治理機制中最重要的行為者，但是他會受到社會鑲嵌與制

度環境的制約。在政黨方面，如果總統兼黨主席使得總統的影響力升高，然而在

黨內對於政策的批判聲浪大時，總統就必須對黨有一套政策說法，他也可以在黨

內培養自己的派系，以維繫在黨內的地位。此外，由於台灣兩黨對立，也會對總

統推動法案的能力造成阻礙。再加上總統要考量下一任選舉，以及國會中的少數

地位，總統想要推動的法案，很難按照原訂立法目標達成。在金融改革的過程中，

總統會對不同的政策，有不同程度的介入，端視其在治理機制中當時的考慮。 

在一次金改時，陳水扁總統原本對基層金融機構改革大力支持，卻臨時抽

手。其動機極可能是因為選舉將至、基層反彈太大，不利選舉。陳水扁總統甫上

台時，面臨著一個危機四伏的金融體系，承諾改革除了可以解決實際面上的問題

之外，更可以藉此籠絡民心，展現出新政府的魄力。一旦選舉接近，只好選票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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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二次金改也遭遇到同樣的情況。陳水扁總統推行政策，經常是先訂目標（口

號），治理機制中的其他行為者卻無法立刻跟上腳步，造成頭想過，身卻不過的

狀況。 

在一次金改的政策制定過程中，改革的政策內容由行政院決定，行政院也是

對外說明政策的主要單位。62總統府對於政策支持與否，則是政策是否能持續推

動的關鍵。如 2002 年年中，行政院推動金改遭到基層與反對黨的強烈反彈，當

時的行政院長游錫堃與財政部長李庸三仍繼續推動改革，陳水扁總統也屢次在公

開場合中表示支持。他強調過去長期累積的金融弊端已經沉痾甚深，推動改革猶

如「刮骨去毒」，雖然會有一時的陣痛，但是如果當下不做，未來只會腐化更深、

拖累更重（葉憶如，2007；王時齊，2002）。可是當基層反彈越來越大，農漁會

走上街頭時，總統府開始退讓，而引起了內閣動盪。對於暫緩基層金融機構改革，

陳水扁總統的說法轉為「調整步伐」，並強調這不是改革的退縮或轉向；調整步

伐是為了協調溝通、緩和對立（林美玲、彭威晶，2002）。游錫堃與李庸三也只

得挑起政治責任。游錫堃對外表示他做為行政院長，要為行政院政策負完全責

任，「陳水扁總統並沒有沉淪」（馬道容，2002）。而李庸三雖未立即辭職，但

也於 2002 年 11 月底以健康理由請辭。這樣的結果除了反映出在制度環境層次

中，「總統與行政院長的權力不對等」現象外，同時也帶出總統仍在決策體制中

具有決定性的影響力。 

一次金改反映出的是「府為主，院為從」關係，二次金改則反映出對立性較

強的府院關係。陳水扁總統於 2004 宣布啟動二次金改，並定下時程表，希望行

政院如期推動。甚至不惜施出摘烏紗帽的重話，揚言二次金改誰抗拒就辦誰，一

定在 2005 年底就要見到成績。面對這樣的壓力，當時的行政院長謝長廷則說二

                                                       
62 主要參與金融改革的單位有行政院金改專案小組、財政部等。金改專案小組由行政院副院長

領導，是金融改革政策定調最重要的單位。相對之下，財政部的權限便逐步受到限縮。以 2002
年時金融改革專案小組初創立為例，當時的財政部長李庸三只是執行秘書，連副召集人都不是。

而財政部金融局、保險司、證期會同樣要勤跑行政院。過去幾乎都是財政部內部會議的金融決策，

成為召集各財經部會會商的政策，不再單由財政部決定（徐碧華，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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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金改「不強調時程」（黃國樑，2005）。63蘇貞昌於 2006 年初上任後，2006

年 4 月就由副院長蔡英文宣布暫停二次金改。然而蘇貞昌於 2007 年 5 月 21 日下

台後，陳水扁於 5 月 23 日立即宣布重啟二次金改（陳素玲，2007）。由此可見，

府院關係的變化會影響政策的內容與進行。在半總統制下，總統雖居優勢，行政

院長所率的各部會對政策制定仍有極大的影響力，故行政院長未必要事事聽命總

統。總統和行政院長的關係，因此會影響到政策制定。 

 接著要談到的是在金融改革的政策制定過程中，政黨所扮演的角色。兩黨的

對立會延宕政策制定。在民主的過程中，政策在國會中經反覆討論本屬正常。而

在少數政府的情況下，理論上，執政方應積極和反對黨溝通與妥協，可是因為藍

綠雙方對峙又難以做到。在憲政體制設計下，若立法委員通過對總統的不信任

案，則很有可能給總統誘因解散國會。在雙方都各有民意基本盤，且無法確定再

選舉的結果是否會勝利時，不會出現解散立院或是罷免總統的狀況，少數政府的

狀況就會維持下去。因為陳水扁總統的執政在國會中是少數政府，法案因此很難

推動，使得金融改革法案，都在立法院內耽擱很長的時間。有時甚至耽擱數年之

久。這些耽擱可能是因為專業的理由，也可能是因為選舉考量與利益分配，但最

重要的是少數政府之故。加上在立法院中，財政委員會通常是藍營的立委佔多

數，也因此在法案的推動上更加困難。在陳水扁總統兩任任期中，立法院的藍營

席次比例皆高於綠營，在立法院中金融重建基金與金監會法案的爭議與延宕幾乎

是不可避免的。 

 

[表 2-6 立法院財委會藍綠比例置於下頁] 

 

 

 

                                                       
63 扁謝關係的不睦也可見於 TVBS 的撤照風波中（聯合報，2005/11/3，A2 版），2006 年年初謝

長廷就請辭行政院長，由蘇貞昌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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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立法院財委會藍綠比例（第五屆、第六屆） 
立院會期 財委會藍營人數 財委會綠營人數 立院黨派比例 

第五屆第一期

(2002/2–2002/7) 
11 7  

藍營：110 席 
綠營：92 席 
無黨籍：3 席（陳文

茜、楊文欣、蘇盈貴）

第五屆第二期

(2002/10–2003/1)
15 7 

第五屆第三期

(2003/2–2003/6) 
15 6 

第五屆第四期

(2003/6–2004/1) 
14 7 

第五屆第五期

(2004/2–2004/8) 
12 9 

第五屆第六期

(2004/9–2005/1) 
11 9 

第六屆第一期

(2005/2–2005/5) 
12 9 藍營：110 席 

綠營：95 席 
無黨籍：6 席（尹伶

瑛、李敖、黃適卓、

張麗善、林為洲、楊

宗哲） 

第六屆第二期

(2005/9–2006/1) 
11 9 

第六屆第三期

(2006/2–2006/6) 
11 9 

第六屆第四期

(2006/9–2007/1) 
14 7 

第六屆第五期

(2007/2-2007/6) 
12 9 

第六屆第六期

(2007/9-2007/12)
12 8 

※表格中的藍營包括中國國民黨、親民黨與新黨，綠營包括民主進步黨、台灣團

結聯盟與建國黨。 
※第五屆第一期臨時會時間為 2002/7/15-20027/17，第五屆第三期臨時會時間為

2003/7/8-2003/7/10，第六屆第三期臨時會時間為 2006/6/13-2006/6/30，第六屆第

五期臨時會時間為 2007/7/10-2007/7/20。 
資料來源：立法院網站 http://www.ly.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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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策的推動上，執政黨不僅必須與反對黨斡旋，同時也要顧及黨內的凝聚

力，才能穩住陣腳。執政之前民進黨的立院黨團與黨中央是處於平行的地位，立

院黨團具有高度的自主性。但執政之後，雖然在決策地位上尚能支配中央黨部，

但相對於強勢的總統和行政部門，其地位是被總統和行政部門所支配（鄭明德，

2005：135）。也就是說，台灣的憲政體制設計在運作上已經成為了偏向總統的

半總統制，而這樣的影響力也持續的影響到了黨內。而總統身兼黨主席的身分，

更有利總統對黨內的領導。64因此在兩次的金融改革中，部分民進黨立委雖然對

於總統府方面定調的政策方向有所疑問，卻也必須積極推動法案。雖然陳水扁一

再表示「黨政同步和以黨領政不同」（聯合報，2003/4/12，A4版），65然而就黨籍

立委的角度來看，陳水扁要的是以主席領黨，再以黨領導國會，讓國會黨團總召

以指定中常委的身分而成為黨主席的部屬。總統用黨主席身分控制了國會黨團，

就可以隔絕黨和國會黨團對行政部門的干預（林濁水，2009：40）。 

 接下來我要說明財團在治理機制中所扮演的角色。我的重點在政商關係的建

立。如同在社會鑲嵌層次所敘述的，政黨色彩成為執政黨分配政治資源的主要參

考。威權時期，國民黨藉由政治資源分配經營政商關係，以控制政治與經濟場域，

這樣的情形即使在民主化之後也沒有改變。66民進黨取得政權之後，也開始逐漸

建立起自己的政商網絡，「綠色財團」也慢慢浮上檯面。67陳水扁總統企圖籠絡

企業界的意圖非常明顯。他積極參加各項企業界的活動以外，在 2000 年總統就

                                                       
64 從某種意義上說，在台灣的憲政經驗中，總統身兼黨主席反而是常態，國民黨長期以來總統

身兼黨主席的情況，也使得陳水扁身兼民進黨黨主席並非特例。有趣的是，馬英九總統似乎也延

續了陳水扁總統的經驗，從一開始不兼任黨主席到兼任主席的模式（陳宏銘，2009：30）。 
65 值得一提的是，陳水扁在任期內曾兩次兼任黨主席。第一次是在 2002-2004 兼任，提出「黨政

同步」的改革，企圖將原有執政黨和政府之間決策「步調不一」的現象，扭轉為一體的決策單位。

第二次則是 2007-2008 兼任，原因在於當時民進黨內山頭林立，提不出適當的候選人。而這兩次

總統兼任黨主席的卸任原因都在於立委選舉失敗（第六屆與第七屆立委選舉）。 
66 在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之後，國民黨由以往藉由黨國體系分配政治資源以籠絡企業界（如

營業牌照放等）的方式轉向由脫離了國家機器的「黨」與企業界互動。國民黨投管會控制的黨營

事業與財團合作，透過國民黨的執政優勢，而得以繼續獲得優勢的政治與經濟資源分配。公營事

業民營化就是最好的例子，如東南水泥或是威京集團等財團憑藉良好政商關係得以低價收購國有

企業（張晉芬，2001：第三章） 
67 一般討論的「綠色財團」是指親民進黨的財團，如長榮、台灣高鐵、奇美等，而這些財團在

總統大選期間明白表示支持民進黨，也讓他們得以在民進黨上任後佔有較重的發言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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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當天公布的資政與國策顧問名單中，在 117 人中，出身企業界的高達二十位，

其中包括殷琪、蔡萬才、辜濂松等重要企業領袖。這個比例高過於「高爾夫政治」

時期的李登輝。此外，由於民進黨並沒有黨營事業，因此與企業界的結盟就無法

採取與國民黨相同的路徑。民進黨藉由國家機器中的各種好處（如發包工程、二

次金改中的公股銀行釋股等）做為對企業界的酬庸，希望可以獲得財團支持與反

饋。在二次金改的過程中，廣受爭議的兆豐金控董事長鄭深池就是最好的例子。

從美麗島事件以來，長榮集團的鄭深池（董事長張榮發的女婿）一直堅定支持陳

水扁。2001 年，鄭深池離開工作二十五年的長榮集團，空降至交通銀行擔任董

事長。三年後，更坐上銀行公會理事長寶座。鄭深池對陳水扁總統亦有回饋在綠

營執政之初，交銀吞下原屬國民黨黨營企業的中興票券，全靠鄭深池的功勞（商

業週刊，2006/7/3，頁 48）。這種財團與政治人物間「魚幫水、水幫魚」的關係，

直接的影響了資源分配層次中財團的得失。 

 民進黨控制了中央政府，因此原本屬於藍營的企業也必須與綠營打交道，以

求在資源分配中分一杯羹。以華南金控為例，董事長林明成和國民黨大老連戰的

關係，遠從父執輩開始。華南金控的股票公股占三成，因此與府院高層建立互動，

變得不可或缺（黃國棟，2004）。二次金改關於官股銀行的政策，使得華南金控

必須步步為營，才能不至於被淘汰。68 

 綜上所述，治理機制受到社會鑲嵌與制度環境層次的影響。行為者又會受到

以上三個層次的限制（如總統權力較行政院長大、立法院不敢任意提出罷免等），

故在政策過程中的影響力也就不同。行為者為了追求利益或選擇結盟（如總統與

企業），或是阻礙對方（立法院對行政院提案的擱置）。行為者的選擇視其動機

及能力而定。而動機與能力，又與前兩個層次有關。 

資源分配。一次金改的焦點在基層金融機構的改革，因此首當其衝的就是地

方派系，而二次金改則和財團直接相關。以下討論金改之後地方派系的發展。 

                                                       
68 華南金控從重大決策的併購、小至銀行行員工作內容與福利的調整等，都需要通過財政部審

核，而這也促使林明成急於求新求變，希望可以自主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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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派系而言，民進黨政府對於基層金融機構的接管與其說是整理，不如說是

劫收；且在爭取地方建設的補助款上，民進黨立委能力也大於國民黨立委，樁腳

自然選邊站。易言之，民進黨是以政治手段逼迫地方派系選邊站（杜慶承，2005：

128）。 

 整頓地方派系的小金庫（基層金融組織）是民進黨削弱地方派系的重要手

段。另外又因為民進黨在執政之後嚴格查緝賄選、台灣近年來都市化進展快速，

導致地方派系選舉效率衰退（徐永明、陳鴻章，2004：223-224）、地方派系轉為

個人山頭化69，都是造成地方派系在漸衰微的原因。實際上，一次金改後農漁會

與信用部並沒有消失，被銀行接管的農漁會、信用部也僅屬於少數。但是在一次

金改後，基層金融機構審核地方小額貸款時變得較為嚴格，以防不良債權又快速

孳生，最後又發生如 1990 年代時的擠兌風波。另外，地方派系的選舉能力弱化，

個人山頭風格的候選人逐漸取代地方派系，控制地方選舉的人際網絡。民進黨與

國民黨皆有這類由舊地方派系出身、掌握部分地方派系網絡的獨立山頭候選人。

70以 2008 年立委選舉來說，立委候選人透過以往在地方派系中自己建立的人脈

動員、賄選與其他候選人相抗衡的情況時而有之，不再完全依恃地方派系（聯合

報，2007/12/17，A4 版）。 

其次看到財團的部分。 

二次金改後，許多企業家如遠東徐旭東、中信辜仲諒等，都細心經營與總統

府的關係。企業家分成了積極接觸與低調經營兩種做法。除了如前述的辜家以及

遠東集團的高調進出總統府之外，也有低調如東元集團。71在不同的親疏關係之

中，利益的分配就會有所不同。以 2004 年開發金總座爭奪的例子來看，中信辜

仲瑩與陳敏薰皆與總統夫人吳淑珍有接觸（吳淑珍也自己證實這點），然而最後

                                                       
69 在政治民主化後，選舉市場開放，地方派系不需要再選擇只依恃國民黨，造成派系內部分裂。

加上當政治資訊流動發達，且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不再是唯一選項，使得有意競選的地方候選人

比起依靠國民黨，更會選擇自己經營選區，靠自己的力量當選（杜慶承，2005：129）。 
70 地方派系出身，後成為個人山頭候選人可較自由依照情勢轉換黨派，與過往地方派系受國民

黨約束不同。因此由藍轉綠的個案中，最顯著的例子就是前嘉義縣長陳明文。 
71 東元集團利用不同身分為政治接觸做切割，與不同政治人物對話，以確保在不同黨派中政商

關係的維持（商業周刊，2006/10/30，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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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座會落在中信集團手中，就是由於中信集團與府方關係較為密切。此外，2005

年國票金董座改選，耐斯集團跟洪三雄陣營搶奪經營權，持股不少的公股卻沒有

做出太大動作，並對外宣稱：「兩隻大熊（指兩大財團）在打架，小白兔（公股）

只能靠邊站」。台開案爆發後，才揭發出雙方雖然皆與府方維持關係，然而耐斯

集團透過總統女婿向公股關切，與府方親近關係更勝一籌，使得洪三雄方面雖與

總統府關係良好，最後還是無法贏得經營權（葉憶如，2007）。由此以上的例子

除了可以看到金改的目的具有強烈的政治意涵，也可以看到治理機制層次的互動

確實影響了其下資源分配層次的走向。財團獲得了利益，可是台灣的銀行仍無法

在國際市場上競爭。例如世界經濟論壇（World Economic Forum）於 2006 年及

2007 年都將台灣銀行健全度的評比置於百名之後。72 

藍綠對立迫使地方派系選邊站，或是財團藉由參與治理機制的決策，拿到更

多利益，正反映出這樣一個期待與現實的巨大落差。金融改革在實際政策制定與

執行過程中，就被政治淹沒了。 

 

第四節 結論 

 

 本章運用了層次分析探討台灣金融改革的政策制定過程，得到以下結論：首

先，政策的制定來自行為者間的角力，行為者的角力則受到環境整體的影響。研

究者要了解環境的結構，才能了解行為者的選擇。 

 其次，整體環境會改變。舉例而言，制度環境層次的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

化就改變了治理機制層次中行為者的能力，同時選舉制度也加強了社會鑲嵌層次

的藍綠對抗。層次環境各會相互影響，各層次行為者也跟著受到影響。 

 就經濟目標來看，一次金改部分達到了其改善基層金融機構體質的目標。二

次金改目標本身就受到質疑，加上圖利財團的疑慮，讓社會覺得二次金改成就很

                                                       
72  參考世界經濟論壇網站 http://www.weforum.org，在 2007 年的國家競爭力報告中也特別點出台灣在政

治信任、保護特定利益、金融市場成熟度上仍相當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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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從政治面來看，一次金改削弱了地方派系，二次金改則是把利益在財團間重

新分配。這個重分配是政治決定，而非市場決定，這也給了政治人物有貪瀆的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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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韓國金融改革的政治分析 

 

 韓國二十年來的發展高潮起伏。藉由出口導向成為「亞洲的下一個巨人」，

正當被看好時（Amsden：1989），卻在 1997 的亞洲金融風暴中應聲倒地，隨後

韓國比國際貨幣基金預定的時程還早提前清償貸款，並且經濟成長更快。許多人

將韓國經濟復甦的原因歸功於來自國際貨幣基金的國際壓力，但這個壓力如何轉

換成改革措施才是真正值得觀察的問題。改革是一項痛苦的過程，政府與人民都

必須承擔改革的成本。韓國改革成功，並不僅僅因為國際貨幣基金的壓力，更是

因為韓國國內的各種因素，才能完成改革。 

 本章首先描述韓國傳統的金融體系與政治結構的關係；包括韓國的官制金融

體系、地域政治、以及破碎的政黨體系。其次檢視韓國金融改革的過程，並藉由

壞帳比率以及 Fitch 的主權信用評等來對金融改革的結果做出評估。最後，本文

以層次分析的方式剖析韓國金融改革政策制定與執行的過程中，環境以及行為者

的能力與限制。 

 

第一節  韓國傳統金融體系結構 

 

 韓國金融體系的與台灣相似，都是官治體系的結構。從朴正熙上台開始（1963

年），韓國政府就開始進行一連串的經濟發展計畫。在威權時期，政府就偏好以

統治經濟的方式發展工業（Woo-Cumings，1997）。政府利用控制金融體制以及

政策貸款（policy loan）指導產業政策以及財閥的發展方向。韓國政府刻意壓低

政策貸款的利率，降低企業貸款的成本。雖然政府也制定法律促進票券市場的運

作，但因股票或公司債發行成本高，票券市場的發展很緩慢。金融壓抑政策導致

企業自有資本低，且過度借款（overborrow），但也因此政府更得以有效的運用

金融政策影響企業經營（林文斌，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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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金融體系以韓國銀行（Bank of Korea, BOK，相當於我國中央銀行）、一

般商業銀行以及特殊銀行為主。1960 年代時，韓國通過特別銀行法，設立特殊

銀行金援特別的經濟產業。特殊銀行由商業經濟部（Ministry of Finance and 

Economy）監管，這些銀行雖然主要是由大眾存款獲取資金，但也可以藉由向政

府借款或是發行債券作為財源。這些銀行同時也是政府實行政策貸款（policy 

loan）的工具。特殊銀行中有關於商貿發展的是韓國工業銀行（Industrial Bank of 

Korea）。韓國工業銀行於 1961 年成立，主要任務是提供資金給中小企業。工業

銀行的主要資金來源是政府和中小企業聯合會；接受存款的限制與一般商業銀行

相同，而放款給中小企業的標準則是由政府做保，可以借比資本額高出十倍的貸

款。 

 而在政策放款的部分，1960-1980 年代間的被准許的金融信用放款多屬此

類。自 1960 年代開始，商業票據重貼現（commercial bill rediscount system）是

重要的出口產業融資工具。此外，銀行被規定只能與「合格的」外銷產業交易，

而貸款內容則限定特定的內容與一定的金額。BOK 的重貼現率則調整在原重貼

現率的 30%到 50%之間。貨幣局（Monetary Board）則制定了另一套合格的重貼

現率規範。此外，中小企業可獲得一般的貸款，而外銷產業則可獲得設備貸款

（equipment loans）。基於政策貸款的原則，韓國銀行也會適時調整銀行貸款可重

貼現的數額。大部分獲得政策貸款的是大企業；政府貸款給大企業的原因雖然是

政治扈從關係的展現，但同時政府也要求大企業必須發展政府建議的產業。但是

大企業往往從這些巨額政策貸款中抽取部分金額，投入自己獲益率較高的生產

線。在經濟自由化之後，以往接受政策貸款的大企業的出口貿易開始降低，然而

政策貸款的情形並未減少。如以往被用於資助中小企業的政策貸款，則被轉用於

重整與信託公司的錯誤投資，以免金融體系崩潰。（Shim，2000：29-30）。 

 政府的政策放款偏重大企業，表面看來，財閥沒法影響政治。可是當財閥向

政府貸款越來越多時，政府就越來越難以控制財閥。企業家很明白，政府一旦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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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徵收他們的財產以作為懲罰的話，不只會使其他財閥對政府失去信心，國家

的經濟也勢必陷入動盪狀態。此外，由於這些企業提供政治人物政治獻金以確保

自己可以取得貸款，使政治人物沒有理由動機制裁企業以免自斷生路。學者 David 

Kang（2002：151-157）把這樣的情況稱之為「相互綁架」（mutual hostage），也

就是指政府與商業部門（也就是財閥）勢力相互掛勾。政治菁英和經濟菁英都心

知肚明，即使要打擊對手，對手也絕對經得起打擊並有能力反將一軍。在這樣的

情況之下，雙方都會讓對方好過以降低交易成本。因為政商勢力勢均力敵，所以

雙方可由貪污與競租行為中獲得部分利益，不能獨佔全部利益。政經菁英彼此「掛

勾」，而非「合作」，雙方在最大限度之內盡可能的利用對方。這個過程從不易失

控，因為雙方都有把柄在對方手裡─政府擁有銀行（及擁有核貸權），但是財閥

則對銀行有高比率負債，負債成為對付政府的籌碼。 

 韓國特別的是地域政治對金融體系亦很有影響。地域政治的形成與韓國的地

理、歷史、文化有密切的關聯。南韓共分為九道、六直轄市，衝突的地域主要集

中於東南方的慶尚道與西南方的全羅道。慶尚道俗稱嶺南，而全羅道則俗稱湖南

（陳寧寧、劉德海，2001：17-22）。學者綜合兩個地區衝突的主要原因有在於.

唐朝時新羅王國（今慶尚道）併吞了百濟（今全羅道）與高句麗完成統一，但是.

新羅統一韓國後的兩個王朝─高麗與朝鮮都對全羅道地區採取歧視政策。此外，

韓國文化長期受儒家影響，儒家思想中對君王的順從使人民忍耐著接受政府政

策，可是隱忍的結果更強化了雙方仇視情緒。且長期以來慶尚道人才掌握政商要

職，經濟發展結果也多貢獻於慶尚道建設，使也對經濟發展有貢獻的其他地區心

理更不平衡（Kwon，2004：548）。此外，1985 年的光州事件更被全羅道人視為

慶尚道當權者屠殺全羅道子民的血淋淋鐵證。為延續把持政權，主控第五共和

（1982-1987）與第六共和（1988–今）政治核心的 TK（大邱─慶尚的簡寫）集

團，曾經考慮修憲將總統制改為內閣制，以讓當時在國會中占多數的民主正義黨

（所屬者多出身於慶尚道）鞏固既得利益，但後來在反對黨候選人金泳三（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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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尚道人，但與當時當權的盧泰愚派不同）與民意強烈反對下作罷（Lee，1992）。

兩個區域的競爭通常表現於選舉之中。韓國的選舉民調，一般顯示地區和年齡是

影響選民投票行為的重要因素（Kim，1999）。以實例來看，1971 年朴正熙與金

大中之間的總統之爭就被詮釋為地域之爭，而地域主義也完全反應在兩位候選人

的競選策略中。雙方候選人都將焦點放在全羅道與慶尚道的地方爭鬥上，並藉由

激化地方衝突情結以獨佔自己出身地區的選票。此外，朴正熙當時為執政者，其

發展策略將產業發展中心與經濟利益完全放在首爾─釜山地區（省份上屬於京畿

─慶尚區），這也正是金大中陣營強烈抨擊的。慶尚與全羅發展的明顯差異，使

1971 年的總統選舉變成因政經發展差異而造成區域相互對抗（Kwon，2004：

552）。地域情結在韓國是由歷史與文化長期積累而成的非制度因素，雖然不在憲

政體系之內，卻深刻的影響了政治行為者的舉動。 

 

[圖 3-1 韓國區域對抗示意圖置於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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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韓國地域衝突示意圖（資料來源：http://cafe.naver.com/philipPintravel/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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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地域政治影響到韓國的政黨體系。韓國政黨體系不同於台灣的兩陣營

對立，其政黨體系破碎而零散。這個政黨體系有以下幾個特徵：第一、在時間演

變下，韓國政黨政治由最初的政黨林立的多黨制，因強人政治逐漸轉變為執政黨

優勢，進而形成形式上的兩大意識形態陣營（保守─開放）。第二，保守型的執

政黨以擁有群眾魅力（charisma）的政治家為中心，又分裂成不同的派閥，派閥

經常重組。改革型的在野黨則因長期缺乏政策制定經驗未見成長。第三，地域主

義的激化加上政黨壽命不長，政黨少有整合的機會。韓國政黨體系兩大陣營的形

成，和歷史演變有關。因為韓國歷史上多由強人執政，相對於傳統而保守的執政

黨，在野黨通常採取呼籲「公論」的方式對抗。因為執政黨強力壓制在野黨的言

論，使市民階層同情並進而支持在野黨，形成抵抗專制統治的政治傳統。此外，

韓國政黨壽命長短與該黨的領導人有相當的關係。不管是保守派或是自由派，當

同一陣營中的派閥不合，且政黨領導人不夠強力，派閥領導人會帶領成員出走，

另組新黨。但分裂出去的派閥形成的新政黨，和同一陣營中的政黨在意識形態上

還是一脈相承的。如盧武鉉在受彈劾後，便帶領四十七名議員離開「新千年民主

黨」，另組「開放的我們黨」。「開放的我們黨」在名稱上雖然是新政黨，但是政

治意識形態上仍與「新千年民主黨」相近。 

派閥合組新政黨有時也出於執政利益。2009 年迄今執政的「大國黨」就是

由三個同陣營的政黨整合繼承產生的。由政黨變化的趨勢可觀察出，政黨若有組

織能力，領導者有政治資源，則政黨的壽命也較長。一旦失去政治資源，派閥領

導人組的政黨會消失。但派閥領導人自組政黨卻不會與另一個陣營的政黨合作

（森山茂德，2005：111-120）。 

 韓國政黨體系中兩大黨陣營對抗的情形在盧泰愚上台（1988）後有了改變。

其中地域政治為政黨版圖的重塑影響很大。韓國的政治菁英多出身於大邱─慶尚

地區，而這樣的任用方式並未隨著朴正熙時代的結束而隨之減弱，反而有越來越

強的趨勢。舉例而言，金大中自朴正熙時期便開始競選總統，卻屢次無法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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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遭到政治迫害。因此 TK 地區與全羅地區之間的矛盾，在威權時期過後反而

越演越烈。政治民主化後，政黨組成的限制降低，地域主義藉機抬頭，韓國的兩

黨制於是向多黨制發展。政黨的地域傾向可由其領導人的出身以及議員的組成看

出。如金大中所領導的「新國民政治會議」，全羅道跟首爾是該黨最大的票倉。

金大中為全羅道出身，該黨大部份的議員多由首爾出身。地域主義影響了人民的

投票傾向與政黨組成，成為影響韓國政黨體系組成的要素。圖 3-2 顯示 1945 年

至 2008 年韓國政黨的分合。執政的保守陣營在 63 年中，有 21 個政黨（涵括改

名的政黨）出現；在野的改革陣營則有 39 個政黨出現，這項數字可看出韓國政

黨體系的零碎。 

 

[圖 3-2 韓國政黨變遷圖置於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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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韓國政黨變遷圖（資料來源：http://ko.wikipedia.org/wiki/%EB%8 C%80% 
ED%95%9C%EB%AF%BC%EA%B5%AD%EC%9D%98_%EC%A0%95%EB%8B
%B9，作者自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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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在經濟自由化之前，韓國的官治金融體系有幾項特色：第一，銀

行體系是政府的工具。政府分配經濟資源，控制銀行機構，用銀行資金發展重工

業，並以利率、稅制政策使企業與政府合作（蔡增家，2005：41-42、Woo-Cumings，

1997）。在這樣的政府控制下，銀行沒有自主性。經濟逐漸走向自由化之後，這

樣的情況沒有改善。政府還是大量持有大銀行的股份，對於這些銀行的人事任免

有決定權（Jesse, Heo, and DeRouen，2005：416-417）。如此一來，政府不考慮企

業信用，而要銀行依政府偏好放款，導致銀行背負大筆呆帳。 

 其次，總統主導了政策體系。自朴正熙以來，韓國的政治以總統做為決策中

心。這在朴正熙時期最明顯。總統有自己一套的決策方式，而官僚只是聽命於總

統決策的執行者。韓國的經濟發展，很大部分是依賴總統的目標設定，再指示官

僚完成，官僚的自主性不高73。而金融機構依照政府的偏好放款，其實也就等同

於配合執政者的偏好放款。 

 政治民主化後，韓國總統雖有一定的影響力，但比起過往毫無限制的權力擴

張，則多了任期、政黨、民意等限制（廖坤榮，2004：74、蔡增家，2005：43-44、

Kang，2002：86、Kim，2005：459-460）。因此，總統必須要透過正式的管道才

能影響金融政策的產出，不能再像威權時期一樣直接動員官僚體系對金融產業施

加壓力便可達到效果。 

 第三，財閥的地位逐漸由被動變主導。韓國政府策略性培養財閥，韓國前五

大財閥－三星、大宇、現代、LG、鮮京，就是最好的例子。大企業掌握韓國七

成以上的國民生產毛額，也控制國家汽車、電子等重要產業（蔡增家，2005：

46-47）。當財閥向政府貸款越來越多，政府就越來越難以控制財閥。因為企業家

知道如果政府徵收他們的財產，不只會使其他財閥對政府失去信心，國家的經濟

也會因為失去重要產業龍頭而崩潰（Kang，2002：151-153）。另一方面，財閥則

                                                       
73 以 1970 年代的「五年經濟計畫」為例，南韓成立直屬於總統的重化工業委員會，統合各個正

式官方部門，並貫徹執政者的目標。而早於 1960 年代成立、由副總理直接統領的經濟企劃院

（Economic Planning Board, EPB）更是韓國經濟政策的主要推手。韓國總統藉由成立各種委員

會，避開傳統官僚體系，而得以擴大行政權（蔡增家，2005：29-30，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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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政治獻金回饋政治人物，這對政治人物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支撐。因此，財閥從

一開始受政府控制的經濟配角，成為可以影響韓國政經決策的主角。韓國財閥強

大的影響力，阻礙了韓國在 1997 年金融風暴前一些小幅的金融改革（蔡增家，

2005：120-121、Kang，2002：152-156、Kim，2005：469-473） 

 第四，地域差別深深地影響韓國的政黨體系結構，在民主化後又使政黨體系

越發破碎。全羅道與慶尚道的對抗往往反應在現實政治中。1985 年的光州事件

更被全羅道人視為慶尚道當權者屠殺全羅道子民的血淋淋鐵證。雖然金大中時期

（1998 - 2003）後，地域政治造成選舉衝突的例子已經減少，但是相對於全羅道

及慶尚道的候選人，不具有特定地域政治色彩的候選人必須做出更多政策承諾以

勝選（森山茂德，2005：123-130、Kim，2005：458-459，Lee，1992）。由於地

域政治隨著民主化越發強烈，使政黨體系更加破碎，讓執政者在推動政策時會更

難以整合各政黨以達成目標。金大中在推動金融改革時，國會中的對立情況曾為

他帶來很大的阻力。 

 第五，不健全的經濟自由化使金融體系變脆弱。韓國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

化同時進行。韓國在全斗煥（1980 - 1988）及盧泰愚時期（1988 - 1993）有小幅

經濟改革，金泳三時期（1993 - 1998）落實真正的自由經濟。但是經濟自由化後，

因為財閥可以有更多向海外融資的管道，使原本的債務結構更加惡化。韓國政府

對於金融自由化沒有監管機制，加深了道德風險（moral hazard）。韓國不健全的

的自由化政策是韓國在 1997 的金融風暴中受創嚴重的原因（蔡增家，2005：

122-124、Jesse, Heo, and DeRouen，2005：415-416、Kim，2005：469-473）。 

 1997 年的亞洲金融危機，使這個曾經做為亞洲四小龍之一的經濟一夕崩

潰。在國際貨幣基金的壓力之下，韓國必須從事完整的金融改革。在 1997 年年

底總統選戰中獲勝的金大中，不只面對國際貨幣基金的壓力，還要面對韓國人民

因為國際援款感到羞恥，而要求改革的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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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金大中的金融改革 

 

 韓國 30 個大企業在 1995 年負債比率高達 427.7%。1997 年 9 月底，韓國的

外債高達 1592 億美元74。但同時韓國外匯存底僅 223 億美元。1997 年 1 月起，

許多韓國大企業因無法償還債務，開始宣告破產。1997 年 7 月，亞洲金融風暴

發生，韓國在馬來西亞、泰國和印尼的投資虧損嚴重，導致許多大企業都因為週

轉不靈而陷入困境。1997 年第三季，許多銀行因不良貸款激增，金融局面呈現

一片混亂，同時一般社會大眾也對韓元失去信心，盡量將韓元兌換為美元。1997

年 12 月，每天流出國外的資金超過 10 億美元。韓國大企業因此要求中央銀行進

場干預，拋售美元，以穩定匯率。然而因為外匯存底不足，韓國的外匯存底由原

本的 223 億美元，在 12 月降為 32 億美元（于宗先，2002：15）。由圖 3-3 便可

以知道韓國的經濟表現在九零年代前期相當活躍，但在 1997 時便一落千丈。 

 

 [圖 3-3，1990 年代韓國經濟成長趨勢變化置於下頁] 

 

 

 

                                                       
74 根據韓國財政經濟部之統計，韓國截至 1997 年年底為止外債金額累計共為 1592 億美元，1998 年底為

1487 億美元，1999 年底為 1371 億美元，2000 年底為 1,317 億美元，2001 年底為 1,188 億美元，之後逐年

減少（經濟部國貿局，http://ekm92.trade.gov.tw/BOFT/web_history/report_detail.jsp?data_base_ 
id=DB009&category_id=CAT1915%20%20%20&report_id=3279，檢索日期：201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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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990 年代韓國經濟成長趨勢變化（資料來源：韓國國家統計廳 

http://kostat.go.kr/nso_main/nsoMainAction.do?method=sub_index&catgrp=nso2009

&catid1=k06___0000&forwar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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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韓國由原本的亞洲四小龍成為一夕之間崩潰的國家，有兩派學者的解

釋：新古典經濟學派的學者認為在國內層次的部分，由於政府管制經濟，導致資

訊不透明，且政府缺乏課責性（accountability）以及親信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或譯朋黨資本主義），也就是藉由貪污連結起來的政商關係，也是造

成道德風險的原因之一（Corsetti，1999：5-8）75。在國際層次方面，Krugman

（1998）指出金融市場全球化之後帶來的游資在全球各地套利，容易造成新興資

本市場的泡沫化。東亞國家對這些國際流動資本入侵國內金融體系完全無法做出

監理與管制，是危機發生的主因之一。 

 而發展國家論者對於韓國在金融危機之中不堪一擊，則是認為東亞國家在金

融危機中的脆弱性是來自於國家能力在危機發生前就已經減弱，所以才會發生危

機。在威權時期，發展型國家如台灣與韓國因為有相對於社會而言、較高的自主

性（autonomy）與能力（capacity），故可降低貪污或是尋租（rent-seeking）的發

生。然而在 1980 年代開始，在一連串國內外要求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風

潮中，國家開始讓出管理約束的能力，導致自主性與能力下降，無法再監督財閥

的擴張，產生不當的金融自由化。只要國家可以在自由化的過程中仍然可以維持

自主性，便可以避免私部門所帶來的影響，也就不會造成金融危機（Haggard, Lim, 

and Kim，2003；Heo and Tan，2003；Woo-Cumings，1999；Zhang，2003）76。 

 然而不論是哪個學派的討論，皆可以看出韓國在金融風暴中所欠缺的是經濟

開放後的管制措施，以及對於整個金融體系的監管。對當時經濟崩潰的韓國而

言，最迫切的需求莫過於金融改革。 

                                                       
75 Kang（2002）也認為韓國的親信資本主義是造成該國金融結構脆弱的主因，但是 Kang 的說法

較偏向以政治分析來了解韓國的經濟奇蹟與之後所遭到的危機，不同於新古典經濟學家只強調政

治介入的缺點。 
76 此外，發展國家論者在金融危機後也開始修正理論。新國家發展論者如 Evans 認為，國家是

鑲嵌在社會之上，因此國家在政策制定與執行時所需要的自主性與職能，必須要經由國家與社會

以及公司部門之間的合作來達成（Evans，1995: 47-50）。Weiss 延續 Evans 的理論，明確指出即

使在全球化的時代，國家的力量仍不是被完全削弱，只不過是由絕對的概念轉化為相對的概念。

國家是一種結晶式的組合（crystallization），而組合這個結晶的成分比重不一。換句話說，國家

是由各個部門所構成的，每個部門的職能並不相同，因此討論廣義的國家職能便失去意義

（Weiss，1998: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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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韓國政府不僅無力改革，也無法掌握日益衰敗的經濟情勢。韓國總統金

泳三在金融風暴後雖然立即重組內閣，但最後還是必須宣布韓國政府能力與資金

不足以應府金融風暴，請求美日銀行團貸款。在被美日銀行團拒絕後，韓國轉向

國際貨幣基金求援以獲得財政支助，同時接受嚴苛的援助條件，包括改革金融體

制、緊縮財政、抑制通貨膨脹、減少投資、提高稅率，以及加速市場對外開放。 

 這時的韓國也遭遇到政治的變局。1997 年年底，韓國舉行總統大選，在野

陣營「新政治國民會議」的金大中上台，於 1998 就任。這不僅結束了從 1963

朴正熙執政以來的保守陣營執政，也代表韓國民心亟思改革。在國際貨幣基金與

國內輿論的壓力下，金大中進行了一連串的金融改革。 

 

[表 3-1 韓國 1997-2002 金融改革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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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韓國金融改革簡表（1997-2002） 

1997 年 12 月 韓國政府與 IMF 同意進行 570 億美金的紓困措施，但韓國必須

要同時進行一連串的金融改革。 
14 家商業銀行、兩家證券公司以及一家信託投資公司遭到強制

關閉。 
韓國銀行法以及金融監理組織法（Ac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Financial Supervisory Organizations, EFSO）通過，金融服務委員

會（Financial Services Commission，是金融監督委員會 FSC 的行

政單位）成立，確立各金融機構的監管單位。 
1998 年 1 月 判定韓國第一銀行以及首爾銀行破產，政府挹注公資金援助。 
1998 年 2 月 即時糾正法案（Prompt Corrective Action）糾正 12 家銀行必須改

進管理措施，並撤回 10 家商業銀行的執照。 
1998 年 3 月 商業貸款特別金融機構法案通過，商業貸款特別金融機構委員會

成立。 
1998 年 4 月 64 個金融機構與金融監督委員會簽下結構改造合約。 
1998 年 5 月 金融監督委員會加強執行金融重整。 
1998 年 6 月 五家銀行倒閉、撤回兩家證券公司執照、評定 55 家公司的信用

為不合格。 
1998 年 8 月 四家保險公司倒閉。 
1998 年 9 月 五大財團同意作出大幅改革，包括交換重整旗下分支企業。政府

撤回五家銀行執照。 
1998 年 12 月 大宇集團承諾改善其財務結構；韓國工業證券執照遭撤回。 
1999 年 1 月 金融監督院（Financial Supervisory Service, FSS），整合各個金融

管理機構如銀行監理辦公室、證券監督局等。 
1999 年 4 月 大宇集團宣布進行企業重整；韓國期貨交易所成立。 
1999 年 7 月 大宇集團宣布加速企業重整計畫，提供銀行約 10.1 兆歐元的連

帶擔保，並成立課責管理機制。大宇總裁金宇中下台。 
1999 年 8 月 受到大宇破產影響，韓國政府要求企業盡快做出損益表及清償計

畫，並宣布執行穩定金融市場的計畫。大宇旗下子企業進行聯合

整頓計畫。 
1999 年 12 月 政府宣布加強調查大宇集團內部貪汙案。 
2000 年 1 月 28 萬筆不良債權紀錄打消。 
2000 年 4 月 股票市場調節機制上路。 
2001 年 8 月 韓國在預定日期前清償 IMF 的債務。推動企業重整法案通過，

同年九月開始執行。 
2002 年 8 月 五家銀行被宣布進入第二階段重整。 

資料來源：韓國金融監督委員會（http://www.fsc.go.kr/know/mar_fi01.jsp?men 

u=74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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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IMF 的壓力下，韓國金融改革的原則是「大破大立」。IMF 訂出了幾項原

則：控制經常帳逆差、增稅、削減政府支出、成立金融監理機構、允許外國金融

機構進入韓國市場、金融體系資訊透明化、貿易自由化、限制大企業的無限擴張

等（陳建良，2003：1-3）。 

此外，韓國採取強硬的方式逼迫銀行倒閉以及企業重整。這種做法當然引起

財閥跟與其有連帶關係的政治聯盟不滿。雖然金大中政府已經威脅要對韓國前五

大財團（三星、大宇、現代、LG、鮮京）進行信用緊縮，但是五大財團仍認為

因為它們規模太大，政府不可能真的放任他們倒閉。這些集團雖於 1998 年年初，

重整了 55 家早已信用不良的子公司，但卻不願再做出進一步的改革。因此，政

府於 1998 年底針對財閥進行大計畫（Big Deals），勒令五大財閥交換重整旗下分

支企業，如大宇接管 KIA 的汽車部門，三星接管大宇的電子部門、LG 將電子部

門賣給現代。相較於五大財閥，其他較小的企業與銀行的重整相對順利77。由此

可見大財閥的道德風險有多嚴重。 

1997 年，金大中帶領的改革陣營終於取得執政地位，以往長期執政的保守

陣營政黨「大國黨」（Grand National Party, GNP）成為在野黨。大國黨對於政治

改革立場保守，且長期與財閥結盟，也所以反對金大中的政策。大國黨當時在國

會中掌握優勢席次，不願與金大中領導的「新政治國民會議」（National Congress 

for New Politics, NCNP）合作。且金大中推動反貪腐，使大國黨更不願意配合金

大中的改革。此外，金大中也與自己的政治聯盟─「自由民主聯盟」（United Liberal 

Democrats, ULD）關係不融洽。781999 年時，金大中政府中又傳出貪汙醜聞以及

改革狀況不理想，使得其他政黨更沒有支持金大中的意願（每日經濟，2000/9/4，

http://news.naver.com/main/read.nhn?mode=LSD&mid=sec&sid 

                                                       
77 由於國際貨幣基金要求韓國的銀行的存款準備率必須達到 8%（巴賽爾協定的標準），故韓國

政府以此向銀行施壓，銀行也只能接受。 
78 金大中在結盟時曾承諾會將政體改為較有利自由民主聯盟（時為第三大黨）的內閣制，但這

項承諾卻沒有實踐的可能性，故造成雙方關係惡化（Park，1999：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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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oid=009&aid=0000045663，檢索時間：2010/6/9）79。 但是金大中軟硬兼

施，多次公開表示國際貨幣基金壓力的沉重，甚至不惜黑箱作業要挖出議員過去

的醜聞，使反對陣營不得不通過金融改革的法案（蔡增家，2005：215）。 

 雖然金融改革引起利益輸送密切的政商界反彈，但卻有民意支持，金大中因

此可以貫徹改革80。韓國民眾希望金大中做出幾項改革：廢除地域主義取向的人

事任命、改變政府對金融部門的干預方式、以及減少政商利益輸送關係。這些民

意期望也符合國際貨幣基金對韓國的要求。因此，政府開始推行大財閥的改革計

畫。第一個目標就是當時韓國第二大財閥大宇企業。大宇企業是第一個向政府求

援的大型財團，它在 1998 年中宣布倒閉，債權人催促大宇立即重整。大宇的倒

閉與重整導致韓國國內債權人損失 26.1 億美元，但是因為政府的快速接管，使

大宇的倒閉沒有帶來更大衝擊。表 3-2 顯示政府對五大財閥的改革結果。大宇的

倒閉使韓國政府對於整頓大型財閥有了概念，金大中進一步在 1999 年 8 月時宣

布幾項財閥重整措施：對於前 30 大財閥的交叉持股做出上限、限制財團對非銀

行金融機構的控制。並由公平交易委員會正式調查五大財閥的財務結構。這是韓

國政府首次明確對財閥做出限制。 

 

[表 3-2 南韓前五大企業集團事業結構調整與財務改善計畫置於下頁] 

 

 

 

 

 

 
                                                       
79 當時的檢察總長崔成永的妻子涉嫌接受來自新東亞集團的賄賂，而司法體系中竟然還試圖把

這件事情壓下來。 
80 當時韓國經濟景氣跌到谷底；一百六十幾萬人失業，30 萬大學剛畢業的新鮮人找不到工作，

平均有五分之一的家庭中有人失業，地鐵站到處可見露宿者（對家裡謊稱去上班或出差，但實際

上是失業的人）。面對這樣的情況，韓國民眾期待立即的改革（Park，1999：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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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2、南韓前五大企業集團事業結構調整與財務改善計畫  

企業集

團名稱 核 心 產 業 關係企業變

動 
負債比率變

化 
引進外資金

額 

現 代 

汽車、營建、

電子、重化工

業、金融服務

業 

63 家減至 30
家左右 

533%降至

194% 

2002 年以前

引進 84 億

8,400 萬美元

外資 

三 星 電子、金融服

務業、貿易業 
65 家減至 40

家左右 
370%降至

197% 

1999 年年底

前引進 50 億

美元外資 

大 宇 

汽車、重工

業、貿易、營

建、金融服務

業 

41 家減至 10
家左右 

411%降至

168% 
（製造業）

2000 年年底

前引進 70 億

美元外資 

L G 
化學、能源、

電子、通訊、

金融服務業 

53 家減至 30
家左右 

505%降至

199% 

1999 年年底

前引進 65 億

美元外資 

鮮京（ 

SK） 

化學、能源、

資訊通信、營

建與物流、金

融服務業 

42 家減至 20
家左右 

466%降至

200% 

1999 年年底

前引進 20 億

美元外資 

   資料來源：韓國經濟，1998/12/8，http://www.hankyung.com/news/app/n 

   ewsview.php?aid=1998120800231&intype=1，檢索日期：20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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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了執政後半期，金大中政府的改革力道明顯減弱81。所以如此，係因為當

時國際貨幣基金的要求多已達成，加上貸款已清償82，就失掉了動力。韓國的金

融體系的危機並非就此解除；例如信用卡公司只衝業績，卻不管呆帳的問題也在

金大中之後的盧武鉉時期（2003 - 2008）出現。根據統計，南韓的九家信用卡公

司累積逾放比率已達 23％，預計 2003 年底前南韓的信用卡公司有 30 兆韓元公

司債到期（郭文平，2003）。這個問題在 2008 年的全球金融風暴時，又使韓國經

濟再受重創。此外，政治人物收賄引發的政治風暴的事件依然層出不窮。但是因

為韓國的監理機制運行良好，使得盧武鉉政權（2003 - 2008）與李明博政權（2008

迄今）雖有金融醜聞，但與金融監督院以及金融監督委員會無關。這些醜聞並未

影響到金融體系的穩定83。而盧武鉉在任期間，雖然屢有政治風暴（如 2004 年

遭彈劾而被停職），但是在金融政策上大制沿用金大中時期的設計，沒有做出太

大的變更。 

 

第三節  韓國金融改革的政治分析 

  

韓國社會鑲嵌層次的部分，焦點在韓國政黨體系以及地域政治的形成。韓國

的地域政治深刻影響其政治菁英以及社會利益的分配。又因為選民在投票時也會

考量地域因素，使地域主義的對抗在韓國政壇中非常明顯。84金大中當選時

（1998），雖然輿論支持改革，但是因為當時反對黨（大國黨）與金大中在國會

的政治同盟（自由民主聯盟）都不支持改革，使得金大中不僅要運用檯面上的社

                                                       
81 金大中的任期後半，尤其是 2002-2003 之間的改革，較偏向「再開放與管制系統的執行」。如

重新開放銀行保險設立、公平揭露系統建立、進一步的部會整合等（資料來源：韓國金融改革沿

革，韓國金融監督院 http://www.fss.or.kr/，檢索日期：2010/4/20）。 
82 韓國於 2001 年 8 月宣布清償向 IMF 所貸的 500 億美元（台灣金融研訓院，http://www.cdic. 
gov.tw/public/Attachment/67101353971.pdf，檢索日期：2010/6/23）。 
83 盧武鉉家族接受賄賂疑雲，被懷疑可能是導致盧武鉉在卸任後自殺的原因。而李明博在競選

時也同樣有涉入洗錢疑雲（被懷疑接受 BBK 公司的賄賂）。 
84 以新政治國民會議為例，主要支持者多來自黨總裁金大中的故鄉全羅道，第二鐵票區則是來

自首爾，同黨籍不少議員皆出身首爾（森山茂德，2005：120）。故可以看出選民依地區的不同，

對政黨的支持度有所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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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輿論以及國際貨幣基金的壓力，也必須動用遊說、甚至是威嚇等非正式手段才

能使國會通過法案。除了輿論與國外壓力外，制度的設計也給予了金大中極大的

行政權力。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在韓國政壇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朋黨資本主義，卻因為金

融改革而被削弱。自朴正熙以來的歷任總統，幾乎都藉由朋黨資本主義與財閥結

盟，以穩定統治基礎。然而金大中由於自身的自由派意識形態，加上國際貨幣基

金的要求，所以反而與財閥的關係變得淡薄。這使得以往被視為帶動國家發展的

朋黨資本主義逐漸衰微，也打破了「政治運作必須要官商勾結」的做法。 

 韓國總統五年一任，不得連任。在任期間，總統的行政空間很大。韓國在經

國盧泰愚時期的第六共和憲法修訂之後，總統權力已大幅縮減。然而韓國總統的

權力卻仍因為總統有強力的行政機構（如可增加或裁撤直屬於韓國總統府青瓦台

的機構），使得反對黨及監察機構對於總統的限制力仍然有限（林秋山，2009：

31-38）。因為不得連任，韓國總統在任期的前半段會大力推行政策。但到了任期

後半，由於各方勢力都有意追求下任總統寶座，不願再與執政者合作，使總統的

政策推行能力大不如前（蔡增家，2005：89-90）。金大中能大力推動金融改革政

策，一是因為他善用任期優勢，且剛當選就接下改革的重任。二是因為他沒有金

泳三的政治包袱。金泳三為韓國第一位文人總統，在金鍾泌與金大中的同時競爭

下勝選。金泳三是因為與黨內前政府盧武鉉政權的守舊派合作，才得以贏得總統

寶座。金泳三因此無法推動金融改革。金大中於 1997 年擊敗大國黨的李會昌，

雖然是因為與自民聯盟的金鐘泌聯手，但是因為金大中的新政治國民會議在政治

聯盟中勢力較自民聯盟大，所以金大中的改革不像金泳三一樣受黨內掣肘。 

自民聯盟雖然與金大中聯手合作，卻因為金大中沒有兌現結盟條件而深感不

滿。為了避免大國黨與不滿的自民聯盟阻撓金融改革，金大中選擇在 1998 年 9

月，運用調查權調查不配合法案通過的國會議員，另外也以大國黨的競選財稅狀

況，向大國黨的議員施壓。最後，大國黨的議員紛紛出走，其中 17 名議員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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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大中的新國民政治會議，8 名議員投向自民聯盟（Kim，2000：895）。這樣的

結果不僅有效削減大國黨的反對力量、並有效嚇阻了自民聯盟的威脅，更成功地

彰顯總統的權力足以左右議員加入政黨的意願。 

 韓國的國會選舉是在總統任期的中間舉行，所以如果執政黨無法贏得國會大

選，總統強大的行政權力就要在總統的後半任期大打折扣。2000 年的國會大選

時，金大中希望新政治國民會議的票源由特定區域（全羅道）轉向全國化，故希

望金鍾泌的自民聯盟能夠與金大中自己的新政治國民會議合併，並改成新千年民

主黨。但是自民聯盟拒絕了這項提議，並表示在 2000 年的國會大選中，就算不

與金大中合作，自民聯盟最少也可以在 273 席獲得 60 席（韓國經濟，2000/2/3，

http://news.naver.com/main/read.nhn?mode=LSD&mid=sec&sid1=100 

&oid=015&aid=0000223968，檢索日期：2010/6/9）85。這足以顯示期中選舉時，

其他黨派不願意配合執政的總統。加上金大中家族也有醜聞，使得民意背離，因

此金大中在任期的後半，政權正當性減弱，全部改革也就慢了下來（Ha，2001：

32-33）86。 

 治理機制層次的分析側重各個行為者的互動如何影響政策產出。行為者中最

重要的是總統。韓國憲政體制的設計給總統極大的行政空間以推動政策。因此金

大中強力推動金融改革，就壓縮了反對黨與財閥的空間。就反對黨而言，大國黨

的勢力在國會中一直都是最大的，也是代表傳統的反對勢力。金大中領導的新政

治國民會議則是第二大黨，必須要與其他政黨合作才能順利通過法案。表 3-3 顯

示金大中執政期間，政黨的國會席次分佈。 

 

[表 3-3 金大中執政期間國會政黨分佈置於下頁] 

 
                                                       
85  當時自民聯盟認為金大中醜聞纏身，未來執政的可能性不大，故合作意願不高（Kim，

2000：896）。 
86  金大中的兩個兒子都因為捲入貪汙案而入獄，賄賂醜聞案不斷，使金大中政權被戲稱為

「（貪汙）蛋糕共和國」（東亞日報，2007/12/28，http://www.donga.com/fbin/output?n=20 
0712280130，檢索日期：20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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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金大中執政期間國會政黨分佈 

 新 韓 國 黨 /
大國黨 

新 政 治 國

民會議/新
千 年 民 主

黨 

自 由 民

主聯合 
無黨籍 其 餘 政

黨 
總席次 

第 15 屆 139(46%) 79(26%) 50(17%) 16(6%) 15(5%) 299(100%) 
第 16 屆 133(48%) 115(42%) 17(6%) 5(3%) 3(1%) 273(100%) 
※韓國採單一選區兩票制，括弧內為席次百分比 
資料來源：韓國國會網 http://www.assembly.go.kr/renew09/asm/ifa/yat 
_01_01.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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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金大中在任期前半運用各種政治手段推動金融改革可以順利推行，使最

大的反對黨大國黨也面臨議員出走的危機。但是隨著任期走向後半，金大中政權

也傳出賄賂醜聞、干預新聞自由、任用人才以地域主義化為先，民眾開始失去對

金大中的信心（Kim，2000：900）。大國黨便對準金大中的政策攻擊，批評金大

中的金融改革並沒有真正改善韓國的經濟情況87。加上金大中對北韓採取情勢緩

和的「陽光政策」，更讓大國黨有機會質疑金大中是否在姑息北韓的威脅。在這

樣的情況下，大國黨原可以在國會大選（2000）取得勝利，但是因為該黨提名委

員會不願意提名數名過往因為政商關係綿密而民意形象不佳的大老議員，導致大

國黨面臨分裂。加上這些未被提名的大老多出身於大邱─慶尚地區，大國黨在這

個傳統票倉的實力大幅降低。 

 國會選舉最後的焦點是金大中對北韓的「陽光政策」，1998-2000 年的金融改

革並無法為金大中爭取選票。88選舉結果由在野的大國黨小勝新千年民主黨（新

政治國民會議改稱），自民聯盟獲得的席次大幅滑落。國會選舉的結果意味著金

大中的執政聯盟夥伴（自民聯盟）以後可能幫助不大，金大中必須贏得其他小黨

或是無黨籍議員的支持，才能夠維持執政穩定。大國黨小勝，得以在日多項議題

中阻擋金大中的法案，例如大國黨策動立法規定政府在給與北韓援助前，必須先

獲得國會的同意（文化日報，2000/6/28，http://www.munhwa.com 

/news/view.html?no=200006285000401，檢索時間：2010/6/9）。我們因此可以確

定，政策制定過程中（包括金融改革政策），國會議員對法案的影響力是與總統

剩下的任期成反比，但與國會選舉的周期成正比。 

 再次於國會的重要行為者是財閥。財閥在金大中的金融改革政策制定過程

中，角色十分被動。在威權時代（1963 - 1988），大企業為了要維護其在產業上

                                                       
87 舉例而言，在 1997 年時，韓國前 10%的收入者的 GDP 是後 10%的收入者的 7 倍；但這樣的

差距卻在 2000 年時增加到 10 倍（Suh，2000：42）。 
88 金大中陣營宣稱陽光政策的持續推行，可順利促成兩韓和談；大國黨則質疑這個可能性，並

催促組成國會調查小組調查金大中政府與北韓之間的談判過程。（中央日報，2000/4/12，

http://article.joins.com/article/article.asp?total_id=602860 、

http://article.joins.com/article/article.asp?toal_id=602853，檢索時間：20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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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優勢地位，會給領導人與官僚龐大的政治獻金。雖然政治資金規範法，規定一

家企業一年之內的政治獻金額不得超過一億韓圜，但是候選人與企業通常會進行

檯面下的交易，以躲避法律規範。企業有時甚至不再透過國會代理人影響政策，

而是直接走上台面。這和台灣民主化之後的政商趨勢很相似，例如現代集團的總

裁鄭周永自組「統一人民黨」（1992），與大邱─慶尚聯盟的議員相互結合，反對

金泳三的金融改革（蔡增家，2005：103、121）。在財閥在金融改革一開始，對

於政府企業重整的要求不太在意，認為政府不會放任財閥倒閉，其中尤以五大財

閥為甚。之後財閥因為自己的財務危機，才願意接受政府的改革提議，甚至全盤

改造旗下的子企業。以大宇集團為例，1999 年 7 月，大宇因債台高築，無力償

債，爆發財務危機。大宇集團負債達 520 億美元，其中國外負債 99 億美元。在

這樣的情況下，大宇只能請求政府幫忙紓困；這就給了政府可以要求企業改造的

機會。由於大宇宣布破產，政府向其他財閥證明了「政府是會放任大財閥倒閉

的」，所以其他四大財閥也願意接受政府的改造計畫。 

另外由於金大中動用檢查權打擊大國黨的議員，所以以往財閥在國會中的代

理人也難以再為其發聲。因為自身的財務危機以及政商網絡失靈，財閥在政治舞

台上的角色由主動轉為被動。在金融改革之後，財閥與政治人物的關係變得淡

薄。因為金大中對財閥採取強硬措施，也使以往以青瓦台（韓國總統府）為中心

的政商關係出現裂縫，以往的政治精機合成體開始衰退（Haggard, Lim and Kim，

2003：18-25）。 

 韓國金融改革的另一主要行為者是國際貨幣基金（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因為韓國政府被迫向外求援並接受國際貨幣基金的貸款，國際貨幣

基金才能介入韓國金融治理機制的決策過程。在 1998 以前，政府禁止外資進入

韓國國內金融體系，所以國際勢力無從介入韓國經濟。在金融風暴之後，國際貨

幣基金可以藉由貸款契約，讓韓國政府接受自由化市場的概念，並把韓國的金融

體系改造得更適合全球自由市場。加上國際國幣基金的功能本就在於扮演世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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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央銀行的角色，提供各國中央銀行融資，以調節國際收支的不平衡，並協調

與監督各國之貨幣政策，以維持國際金融秩序的穩定（江啟臣，2009：311），所

以這些對韓國的要求不僅有助於韓國金融市場的開放與穩定，也有助於外資進軍

韓國。國際貨幣基金因為有貸款在手當籌碼，積極推動韓國金融改革，也成為了

金大中政權對於國內反對改革聲浪的最佳武器。國際貨幣基金雖然未直接指揮韓

國金融改革法案制訂與通過，然但是其幕後角色卻至關重要。 

 最後我要從資源分配層次做分析，也就是討論金融改革的結果。金融體系重

整的成效相當明顯。韓國的經濟成長率由 1998 年時的-5.4%成長到 1999 年時的

9.3%，失業率由 1999 年初的 8.6%降至 1999 年 9 月的 4.8%，外匯存底由 1997

年底的 8.87 億美金，增加到 1999 年第四季的 65 億美金。而在銀行結構調整的

方面，政策成效也是成績斐然。單就 1999 年與 2000 年來比較，2000 年的壞帳

率便遠遠低於 1999 年。 

 

[表 3-4 韓國銀行壞帳比率置於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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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韓國銀行壞帳比率（1999-2000）                     單位：兆韓圜 

貸款 1999 年 12 月 2000 年 12 月 變動 
總計 590.9 621.4 30.5 

信用為次級或是

更差 
88.0 64.6 -23.4 

信用為次級或是

更差的比例 
14.9% 10.4% -4.5 % 

壞帳 66.7% 50.2% -16.5% 
壞帳比例 11.3% 8.1% -3.2 % 

資料來源：Financial Reform and Supervision in Korea 2001，Seoul: FSS and FSC，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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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 Fitch 的主權債信評等來看，韓國在金融改革之後的發展方向越來越正

面。 

 

[表 3-5 韓國主權債信變化（1997-2003）置於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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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韓國主權債信變化（1997-2003） 

時間 長期外幣違約評級

（IDR） 
長期本幣違約評級

（IDR） 
展望 

1997 BBB- BBB- 正向 
1998 BB+ A- 正向 
1999 BBB A- 正向 
2000 BBB+ A 穩定 
2002 A A 穩定 
2002 A AA- 穩定 
2003 A AA- 穩定 

資料來源：Fitch Ratings http://www.fitchratings.com.tw/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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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企業債信方面，財閥在金融改革之後努力增加資本、減少負債以改善財務

結構。2002 年時，企業的負債佔總資產的比率已經由 1997 年的 396.3%降到

135.4%，是 1967 年來的最低水準。政府在金融危機之後對企業的要求，負債佔

總資產比率 200%之內的企業比例已有 62.9%，較 1997 年的 26.3%高出許多。在

上市公司中（不包括金融機構），前 10 大企業總資產佔上市公司總資產的比例雖

大體維持以前的水準，但其市值卻顯著提升，從 1997 年的 46.4%成長到 2002 年

的 61.1%。財閥的獲利能力所以變好是因為選擇進入新的產業如資訊、生物科

技、奈米等集中經營，不再如以往一樣無限制擴張。專業化的做法如三星的獲利

有 76%集來自於電子部門，鮮京集團（SoongKyong, SK）則有 80%的獲利是來

自於資訊與通訊部門，都為企業帶來可觀的利潤（康益智，2008：37-38）。 

 

[表 3-6 韓國前 10 大企業資產佔韓國上市公司總資產比重 1997-2002 置於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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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韓國前 10 大企業資產佔韓國上市公司總資產比重（1997-2002）  

                                                            單位：%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資產 39.2 38.5 40.6 40.4 38.1 39.7 

銷售額 26.5 25.7 25.6 28.4 28.3 30.5 
市場值 46.4 55.4 53.1 52.5 61.9 61.1 

說明：不包括金融機構 
資料來源：韓國證券交易市場 
hhttp://www.krx.co.kr/coreboard/BHPKOR08006/list.jspx 

  

 

 

 

 

 

 

 

 

 

 

 

 

 

 

 

 

 

 



 
 

97 
 

 金融改革之後，由於市場開放、企業為進行改造而分割出售，以及政府推出

吸引投資優惠措施等原因，外資對於韓國的直接投資以及股市投資都顯著增加。

外國資金積極介入韓國的金融市場，除了直接持股外，外資銀行如 HSBC、花旗

銀行等也大舉在韓國拓展分部，間接迫使韓國的本地銀行必須要雞極爭取業務，

擴張金融產品的市場。然而開放同時意味著韓國的金融市場必須大舉倚賴外國資

金，加上政府為了復甦景氣而採取的低利率政策，使韓國人民不斷的刷卡、貸款，

進而成為 2008 年全球次貸風暴下受創的遠因（陳家齊，2008）。 

 

[表 3-7 韓國股市外國人持股比重置於下頁] 

 

 

 

 

 

 

 

 

 

 

 

 

 

 

 

 



 
 

98 
 

表 3-7、韓國股市外國人持股比重（1998-2002）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韓國證券

交易市場 
市場值 72 138 350 172 240 
股數 9 11.4 17.3 19.6 19.6 

外國人持

股 
市場值 12 34 75 58 88 
股數 0.8 1.2 2.1 2.7 2.8 

外國人持

股比重 
市場值 16.7 24.5 21.4 33.7 36.7 
股數 8.9 10.5 12.1 13.8 14.3 

資料來源：韓國證券交易市場網站 

http://www.krx.co.kr/coreboard/BHPKOR08007/list.j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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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結論 

 

 韓國的金融改革因為危機而帶來轉機。由政經環境的層次互動分析，金大中

所以能夠推動金融改革政策，是由於制度環境賦予他在任期前半極大的行政空

間。社會輿論、外國壓力給了他足夠的理由，使他可以對付反對黨以及財團的反

抗。 

 從行為者互動層次來分析，反對黨大國黨與財閥在金大中的任期前半無力對

抗金大中的行政能力。當時財團財務急遽惡化，使得「大國黨─財閥」組成的聯

盟變得搖搖欲墜。直到 2000 年國會大選，金大中任期到了後半，使得大國黨又

有可趁之機，逐漸奪回政策制定的主導權。財閥在金融改革時面臨了極大的衝

擊，但是在金融改革之後，財閥的體質變得比以前好，但與政治人物的關係也較

以前淡薄。以往外國壓力（主要指國際貨幣基金）由於制度環境的限制，不能介

入韓國的金融市場，但藉由金融改革，外國壓力得以介入韓國金融改革的政策制

定過程，並為外資在韓國提供了良好的投資環境。 

 綜上所述，韓國的金融改革動力雖直接來自國際貨幣基金，但在實際運作

上，其成功仍視制度設計以及各方行為者的能力與互動而定。韓國金融改革能成

功，在於制度環境以及社會、國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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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論 

 前兩章以不同的層次分析了台灣與韓國的金融改革過程。本章將就前兩章的

內容分成四個層次逐一比較。其後分析為何兩國金融改革會有不同的結果。最後

則是本文的總結與建議。 

 

第一節 台灣與韓國金融改革比較 

台灣與韓國在社會鑲嵌層次上都因為歷史與文化因素，塑造出強烈對抗的政

黨體系。台灣在社會鑲嵌層次上是兩極化的政黨體系，藍綠雙方將意識形態對

峙，以致無法在任何議題上妥協。在金融改革的立法院審議過程之中，衝突不斷。

韓國的政黨體系雖不像台灣那麼分裂，但也存在著政策面上的保守陣營（大國黨）

與改革陣營（新國民政治會議/新千年民主黨）。兩個陣營間反應韓國政治的地域

主義。如大國黨代表傳統的政治菁英區域，大邱─慶尚地區。新國民政治會議的

鐵票區則為金大中的故鄉全羅道以及在北部的首都首爾。兩國的政黨體系，都有

強烈對抗的特性。 

兩個國家在 1960 年代開始發展經濟時，就是依恃朋黨資本主義達到政策目

標。但是在金融改革之後，兩國的朋黨資本主義往不同的方向發展。在台灣，民

進黨同樣運用朋黨資本主義建構了自己的政商網絡，並以金融改革做為工具，使

政商關係的建構可以更穩固。但是，金大中把金融改革當作讓政商關係變淡的工

具。除了因為金大中本身就是自由派，與保守的財閥本身在政策制訂方向上就有

差異之外，國際貨幣基金的要求也使金大中更有立場去要求財閥。因此，在全面

改革之下，傳統韓國政壇上朋黨資本主義的風氣反而淡薄了。 

 在制度環境層次上，台灣的總統為四年一任可連任制，且通常兼任黨主席，

故總統在推動金融改革政策的同時也必須考量到選舉的勝算。一次金改時農漁會

信用部的分級制度由原本強勢推動到喊停就是因為執政者擔心再次總統大選時

會選不上。在政策制定過程之中，朝野雙方的意見大相逕庭，或是在野黨對於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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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政策推行、操守極為質疑，也不會輕易發動罷免。因為立法院如果罷免總統，

總統可以解散國會反制。因為政治風險太高，總統與在野黨都不會冒這個險。如

此一來，總統的政策權力便無形間提高了。所以制度給了台灣的總統限制，但也

給了他相當的政策權力。 

韓國對於總統任期的規範是五年一任，不得連任。故在總統任期的前半，行

使權力時約束很小，加上可以自由設立直屬辦公室或運用調查權，故可以在推動

改革政策上可以很積極。但是總統任期的後半，由於沒有連任的可能性，加上各

方人馬都亟欲布局競選下一任總統，故總統的權力就會較任期前半弱化得多。 

此外，國會大選的時間也是影響兩國總統權力的要素。韓國的國會大選是在

總統任期的中間舉行，若執政黨無法贏得國會大選，則剩下一半任期的總統在施

政上會更加困難。但即使執政黨再次贏得大選，現任總統也無法再連任，黨內也

不一定會繼續支持他的政策推動。 

在台灣，的總統大選與立委選舉的時間綁在一起，若可以同時贏得兩項選

舉，則表示該政黨同時獲得行政權與立法權，對於政策的影響力得以極大化。台

灣國會是否通過法案，除了與朝野對立的激烈程度相關之外，也與政黨對於即將

來臨的選舉的評估有關。 

 在治理機制層次上，台灣的陳水扁總統由於制度環境給與的優勢，故得以藉

由行政手段在金改過程中布局政商網絡；但是由於有選舉考量，在會危及基層選

票的政策措施，總統仍會不敢貿然推行。直到第二任時，因為沒有競選連任的機

會，使得總統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願、不顧社會輿論以及行政院的意見進行金融體

系的利益重分配。因為制度設計，使得陳水扁任期內前後兩次金融改革在政策推

動的強度上出現差異。 

在韓國，金大中沒有再選的考量，加上制度環境的設計與輿論、外國壓力的

催促，使他在任期前半不必顧忌在野黨與財閥的保守聯盟，可以順利推行改革。

但是到了任期後半，因為沒有連任優勢、其他政黨也積極為下一任的總統大選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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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金大中政權也出現醜聞，致使任期後半金融改革政策推行困難。 

在政黨方面，兩國的在野黨都以選舉考量和行政當局周旋。台灣的在野黨（國

民黨）先是拖延法案，直到選舉有勝算，覺得可以同時掌握行政權與立法權了，

再將拖延已久的法案通過（金監會組織法），以便日後的人事布局安排。韓國的

在野黨（大國黨）原本占有立法優勢，但是因為金大中在任期的前半運用總統權

逼迫在野黨配合，使得在野黨要到總統任期的期中國會大選之後才有機會掌握優

勢。故在總統任期前半，對於執政黨的改革法案推動無力反抗。一直要到金大中

任期過半，大國黨贏得國會大選，才得以重新穩定政策制定的權力。 

台灣與韓國的財團皆積極拓展政商關係，但是台灣的財團藉由金融改革與統

治者掛勾，藉由建立與民進黨政府的政商關係來擴大經營版圖；韓國的財閥在金

融改革之前與政壇淵源深厚，商界人士甚至自組政黨參政。但是在金融改革之

後，由於企業被迫重整，政府也擺明放任體質差的財閥倒閉，導致財閥與政治人

物的關係變差。陳水扁政府藉由金融改革建立民進黨的政商關係，但是政商勾結

醜聞不斷。金融改革後，韓國雖然時有政商勾結的醜聞傳出，但比起從前，政商

關係淡了許多，企業體質變得較為健康。 

韓國在治理機制方面多了一個不同的行為者：國際貨幣基金。國際貨幣基金

因為亞洲金融危機介入了韓國的金融改革。此後韓國的金融體系必須面對市場競

爭；為了達成國際貨幣基金設定的目標，韓國政府必須建立透明的金融監理體系

以及開放的投資環境，韓國的本土銀行也開始要與外國銀行競爭。國際貨幣基金

有明確目標，韓國因此在壓力之下迅速的完成了改革。雖然金大中在任期後半推

動政策的能力減弱了，但是由於國際貨幣基金的要求多已在任期前半完成，所以

後期權力變弱對金融改革的影響妨礙不大。 

 在資源分配的層次部分，兩國各有一個相同的行為者和一個相異的行為者。

財團/財閥見於兩國的金融政治。台灣的財團在金融改革中，重新布局政商關係，

並藉由政商關係拓展企業規模。但是「大就是好」的金融版圖仍顯示許多沒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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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韓國的財閥在金融改革之後，企業價值與規模都擴大了，但不像以往只

以擴張版圖為企業目的，而是較為專注某幾項產業，重視專業化。也因為金融改

革迫使企業的財務結構與企業治理都趨向透明化與專業化，韓國的財閥因為金融

改革，體質獲得明顯改善。 

兩國行為者有一個很大的差異：在台灣是地方派系，在韓國則是國際貨幣基

金。台灣的地方派系在政治民主化後就逐漸弱化，一旦農漁會以及信用合作社在

一次金改中被整頓，地方派系頓失財源，在選舉中更顯衰弱。但一次金改對地方

金融機構整頓不徹底，地方派系又有復甦的現象。韓國在金融改革過後，國際貨

幣基金的做法帶動了韓國的金融體系自由化，結束了以往韓國政府對金融體系的

操縱，使韓國金融體系與投資環境受到國際監督，並成功使外資打進韓國的金融

市場，競爭增加，使韓國金融業體質變好。然而自由化與國際化，也使韓國更容

易受到國際景氣波動的影響。 

 

[表 4-1 台韓金融改革制定過程中層次比較置於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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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台韓金融改革制定過程中層次比較 

 社會鑲嵌 制度環境 治理機制 資源分配 
台灣 政黨體系：兩

極對立，議題

爭論難以產生

共識 

總統：四年一

任可連任，通

常 兼 任 黨 主

席；決策中會

加入追求連任

的考量 
 
選舉時間：總

統大選與國會

選舉同時 
 

總統：選舉、

政商關係考量

 
政黨：選舉考

量 
 
財團：政商關

係、企業擴張

考量 
 

財團：成功擴

張，但政商勾

結醜聞不斷 
 
地方派系：遭

到削弱，但金

改不是變弱的

主因 

韓國 政黨體系：破

碎，大體可分

為保守與改革

派 
 
地域對抗：大

邱─慶 尚 vs. 
全羅 

總統：五年一

任不可連任 
 
選舉時間：國

會大選在總統

任期的一半 

總統：受壓力

推動改革、積

極擴張總統權

力 
 
政黨：總統任

期 前 半 受 壓

抑，後半逐漸

拿回舞台 
 
財閥：被迫重

整；政商關係

逐漸淡薄 
 
國 際 貨 幣 基

金：因危機得

以介入 
 

財閥：改革重

整後體質更佳

 
外資：金融改

革化後順利進

入韓國金融市

場 

※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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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要討論的是台灣和韓國的金融改革，究竟誰比較成功？就以上討論來

看，我認為韓國的改革是比台灣成功的。 

 首先，在金融改革後，韓國的金融體系與經濟表現都比台灣好。台灣的基層

金融體系在一次金改之後狀況已經明顯較之前改善，近年來的逾放比皆控制在

1%左右。但是在提升金融產業競爭力部分，二次金改的效果卻相當有限。台灣

的二次金改普遍被認為是圖利特定財團的政策。開放公股銀行股份、金控合併等

政策，在沒有明確的評估之下便被推動，而在結果上也並未促進金融產業的效率

成長。簡言之，因為政治目的而推動的金融改革沒有達成經濟目標。 

 韓國金融改革後的經濟表現明顯較台灣好得多。韓國的經濟成長率由 1998

年時的-5.4%成長到 1999 年時的 9.3%，失業率由 1999 年初的 8.6%降至 1999 年

9 月的 4.8%，外匯存底由 1997 年底的 8.87 億美金，增加到 1999 年第四季的 65

億美金。此外，財團體質與外資投資狀況都比金融改革之前好得多。這是因為亞

洲金融風暴與政黨輪替等因素，使韓國在金融改革中，經濟目標優先於政治目標。 

  

[表 4-2 台韓金融改革前後金融表現比較置於下頁] 

 

 

 

 

 

 

 

 

 

 

 



 
 

106 
 

表 4-2、台韓金融改革前後金融表現比較 

 
年份 

外匯存底 
（億美元） 

外債 
（億美元） 

央行重貼現率

（%） 
本國銀行逾放

比率（%） 
台灣 韓國 台灣 韓國 台灣 韓國 台灣 韓國 

1998 835 520 - 1487 4.75 - 4.37 15.50 
1999 903 740 386 1371 4.50 4.75 4.88 12.90 
2000 1062 961 348 1317 4.625 5.25 5.34 8.00 
2001 1067 1028 343 1198 2.125 4.00 11.27 3.41 
2002 1222 1214 450 1309 1.625 4.25 8.85 2.33 
2003 1616 1554 631 1616 1.375 3.75 6.08 2.63 
2004 2066 1991 809 1780 1.750 3.25 3.78 1.90 
2005 2417 2104 867 1900 2.250 3.75 2.24 1.22 

資料來源：吳家興，2006：24 

 

[表 4-3 台韓金融改革前後經濟指標表現置於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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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台韓金融改革前後經濟指標表現 

 經濟成長率（%） 每人 GDP 
（美元） 

失業率（%） 匯率（兌換 1 美

金之台幣/韓元）

台灣 韓國 台灣 韓國 台灣 韓國 台灣 韓國 
1998 4.6 -6.9 12679 7477 2.7 7.0 33.4 1401.4
1999 5.8 9.5 13609 9549 2.9 6.3 32.3 1188.8
2000 5.8 8.5 14519 10888 3.0 4.4 31.2 1131.0
2001 -2.2 3.8 13093 10178 4.6 4.0 33.8 1291.0
2002 4.3 7.0 13163 11485 5.2 3.3 34.6 1251.0
2003 3.4 3.1 13327 12707 5.0 3.6 34.4 1191.6
2004 6.1 4.7 14271 14162 4.4 3.7 33.4 1145.3
2005 4.1 4.0 15271 16306 4.1 3.7 32.2 1024.0

資料來源：吳家興，20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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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評估的標準則是兩國金融監理體系的運作。台灣的金融監理體系的成

立過程耗時，且在 2004 年正式成立後醜聞不斷，讓人質疑台灣金融監理體制的

中立性與專業性。反觀韓國的金融監理機制成立之後不僅少有醜聞，政商權貴涉

入的案子也主動積極偵查89，運作成果遠較台灣良好。這也是因為韓國在金融監

理機制的設計上，政治目的涉入較少才能達成這樣的效果。台灣的金融監理機制

在立法階段便已經因為政治考量而造成立法延宕，正式成立後的官員任命以及種

種官商勾結的醜聞，更使得台灣的金融監理體系不受信任。 

 但是在評估韓國與台灣金融改革的成果孰優孰劣時，同時也必須考量到這兩

個國家在進行金融改革時的時空背景。韓國進行金融改革時沒有政治考量，是由

於金融改革的細項已經由國際貨幣基金量身訂做，加上當時國家面臨危局，必須

要做出大幅度的改變。然而台灣的改革不是因為面對國家金融體系崩潰的危機，

而是因為政治目的性的資源重分配，所以在目標的達成上與韓國本來就會有差

別。簡單來說，在討論兩國的金融改革的成敗時，單只用結果來看容易失之偏頗，

仍應該要視兩國的整體情況方能做出較完整的討論。 

 

第二節 總結與建議 

 

本文要討論的問題是「為什麼台灣與韓國在 1998-2008 的金融改革，其政策

制定過程有這麼大的差異？」。本文中舉出台灣和韓國做為兩種不同改革方式的

代表，並進一步比較兩國的改革方式與成果。本文認為，是制度環境的設計以及

治理機制中行為者的互動，使兩國的金融改革帶來不同的後果。但是像台灣一樣

經歷過緩進療法的國家，也不乏金融改革失敗的例子，如日本。另外，阿根廷像

韓國一樣經歷了震盪療法（shock therapy），卻改革失敗。在這些例子中，不同的

                                                       
89  如 2009 年三星集團旗下的三星生命保險傳出財務問題，金融監督院立即展開全面調查。也導

致了後續一連串政商名流的醜聞被揭發。（聯合新聞，2009/12/10，

http://news.naver.com/main/read.nhn?mode=LSD&mid=sec&sid1=101&oid=001&aid=0003017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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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如民族性、領袖特質、國際環境等都左右著金融改革的成敗。本文中提到背

景因素及環境會深刻影響政策制定過程，但是這些因素往往在分析中難以做控

制。 

本文控制了比較目標的相似性，但是這有幾項缺點：首先，兩國在金融改革

上皆取得正面的成果，但由於缺乏失敗的例子作比較，故解釋力有限。其次，直

觀反應來看，民族性、領袖特質等都是容易影響金融改革成敗的因素。但是由於

這類因素難以客觀測量，所以無法明確得知其影響力。最後，「時機」是在比較

案例時最難控制的因素。當金融改革的制度環境、治理機制、國際環境等都到了

適合的時間點，改革方能順利推行。而怎樣判斷一個時間點是否適宜進行改革，

則必須控制多個變項，分析也會遠較本文的設計複雜化。一個完整、具有會整案

例特色且可預測事件發展的研究，必須要參考具有不同特徵的案例，並輔以嚴密

的變項控制，方能達到這樣的效果。本文的比較分析為最初步的討論，期許後人

能做出更多樣化且完整的案例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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